
代表型民主与代议型民主*

［内容提要］民主就是人民当家作主。既然如此，一国人民如何看待“当家作主”的含义、一国体制如何落实

“当家作主”就至关重要。本文从理论上区分了两类民主：代表型民主与代议型民主。依据实证材料，本文

提出三个论点：第一，中国人民期待一种不同形式的民主，即实质性民主，而不是形式上的民主。这是民主

的需求方。第二，中国已在理论和实践发展出一种不同的类型的民主，即代表型民主，而不是代议型民

主。这是民主的供给方。第三，尽管中国的政治体制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它基本上符合中国人民对民主

的期待，使得中国现在的体制在老百姓心中享有较高的正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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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言。这篇发言便是本文的基础。作者衷心感谢各国学者在会上提出的评论与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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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过去二十多年，有两种世界观一直针锋相对。

第一种世界观体现在已故英国首相撒切尔

夫人的一句口头禅里：“你别无选择 。”（There is
no alternative.）据统计，撒切尔在其讲话中使用这

个口头禅达五百多次，以至于有人给她起了个绰

号，叫“Tina”。所谓“别无选择”，是指除了在经济

上与政治上实行自由主义，世界已别无选择。

1989 年初夏，日裔美国人福山把撒切尔的

“别无选择”说上升到了历史哲学层面，发表了一

篇论文，题为《历史的终结》。在这篇名噪一时的

论文中，福山断言：“20 世纪开始时，西方对自由

民主的最终胜利充满了自信；到20世纪接近尾声

时，似乎转了一个圈又回到了原点。结局不是像

某些人曾预料的那样，出现了‘意识形态的终结’

或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趋同，而是经济和

政治自由主义完完全全的胜利”。福山之所以敢

大胆预测“历史的终结”，是因为在他看来，人世

间已不再有关于“大问题”（例如资本主义还是社

会主义）的斗争与冲突；人类社会已抵达意识形

态演化的尽头，西式自由民主制度已无可争议地

变为各国独一无二的选择。此后，人类面临的唯

一问题是如何实施西式自由民主的具体技术细

节。在那篇文章的结尾，福山几乎难以掩饰自己

的得意，却故意流露出一丝胜利者不再有对手的

失落感。据他说，历史终结以后的世界将会变得

非常无聊：不再有艺术与哲学，只有在博物馆里

才能看到它们的痕迹。①

今天，虽然撒切尔的“别无选择”说、福山的

“历史终结”说已成为学界与思想界的笑柄，但其

变种仍花样翻新，不断出现。不少人不再使用

“别无选择”、“历史终结”之类的说辞，但他们依

然坚信，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今天就是其他国家

（包括中国）的明天。

第二种世界观体现在反思全球化运动使用的

两个口号里：“拒绝单一选项，拥抱无限空间”

（One no，many yeses）②；“另一种世界是可能的”

（Another world is possible）③。这里被拒绝的就是

撒切尔们、福山们鼓吹的经济与政治的自由主义。

这两种世界观的对立首先反映在对资本主

义的看法上。经过2008年以来的金融危机，前一

种世界观在这方面已处于守势。但在民主问题

上，前一种世界观似乎依然坚挺。虽然西方民众

普遍对竞争选举出来的官员不信任，虽然一些西

方思想家呼吁超越“选主”，倡导参与民主、协商

民主、抽选代表，但大多数人还是认为，西式代议

制民主是当代唯一可欲与可行的民主制度，各国

的不同只是代议制的不同形式。不管是采取总

统制还是议会制，执政者只能通过不同政党之间

的竞争性选举产生。这种世界观不仅在西方国家

占主导地位，在其他国家（包括中国）也颇有影响。

本文的基本论点是，代议型民主只是一种金

丝鸟笼式民主，不应是、也不可能是唯一可取的

民主形式。相反，尽管存在这样那样的缺陷，中

国实践着的代表型民主具有巨大的潜力，它意味

着另一种形式的民主是可能的。

把西式民主称为“代议型民主”恐怕没有太

多异议，但把中国的政治运作称之为“代表性民

主”也许会遭到国内外不少人的质疑。说到中

国，这些人往往会不假思索地给它的政治体制贴

上一个标签：威权主义政体。问题是，在过去几十

年里，这个标签像狗皮膏药一样被随处乱贴，从晚

清时代开始，一直到民初时代、军阀时代、蒋介石

时代、毛泽东时代、邓小平时代、江泽民时代、胡锦

涛时代、习近平时代无一幸免。中国政治在此期

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贴在中国政治上的标

签却一成不变，这岂不是荒唐？这个概念与其说

是学术分析工具，不如说是意识形态的诅咒。由

于一个简单的“威权主义”标签说明不了任何问

题，且无法与历史上、国内外其他“威权主义”政体

区隔，于是，在当代中国政治研究中，我们就看到

了一大堆带形容词前缀的“威权主义”，包括“有活

力的威权主义”、“适应性威权主义”、“参与性威权

主义”、“回应性威权主义”、“高认受性威权主义”

等，不一而足。这些前缀形容词听起来往往与“威

权主义”相互矛盾。如果一个政治制度“有活

力”，并带有“适应性”、“参与性”、“回应性”、“认

受性”，把它叫做“民主”岂不是更合适吗？

本文把中国的实践定义为“代表性民主”，并

将讨论：什么是代议型民主？什么是代表型民

主？两者之间有哪些区别？各自有什么特点与

优劣势？但在讨论这些问题之前，也许有必要先

从一个看似矛盾的现象说起。

二、一个“悖论”？

西方主流意识形态有一个似乎不证自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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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假设：只有领导人经由竞争性选举产生的制

度才会享有认受性，④而威权主义体制不可能获

得民众的广泛支持。但大量实证调查数据表明，

被贴上“威权主义”标签的中国体制一直受到绝

大多数老百姓的拥戴。

近年来，全球最大的独立公关公司，爱德曼

国际公关有限公司每年都会发布《爱德曼全球信

任度调查报告》（Edelman Trust Barometer），其最

新报告于 2013年初公布。⑤这份报告发现，中国

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度比 2012年上升 6个百分点，

达到 81%，仅低于新加坡，在所有被调查国家中

居第二，远高于美国的 53%；就各国平均而言，公

众对政府的信任度仅为 48%。⑥实际上，在过去

历年的爱德曼调查中，中国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度

一直在各国中名列前茅。

不仅爱德曼的调查如此，在过去二十年里，

不管是什么人进行调查（包括那些对前人调查充

满怀疑的外国学者），不管用什么方式进行调查

（包括最严格意义上的随机抽样调查），不管被调

查对象是农村居民还是城市居民，最后的结果基

本上大同小异，即中国政府在人民群众中享有高

度的信任感。⑦现在，在熟悉调查数据的学者圈

里，对这一点已经没有任何异议。例如，在一篇

发表于2009年的文章中，约翰·杰姆斯·肯尼迪的

归纳是：“自 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以来，所有旨在

检验民众对中共看法的调查都显示，七成以上的

调查对象支持中央政府与共产党领导。无论调

查的提问方式如何变化，结果全都一样”。⑧又

如，2010 年，布鲁斯·吉利与海克·霍尔比格在一

篇合写的文章中总结道：“虽然关于中共政权稳

固的原因何在还存在不同看法，但具有广泛共识

的是，中国的现今政权在人民大众中享有相对强

有力的支持”。⑨2010年以后进行的研究全都得

出与这两位学者毫无二致的结论。⑩

我们可以用两种方式概述上述现象：一个

“威权主义”体制受人民拥护的程度比很多“民

主”体制高得多；或一个受人民拥护程度如此之

高的体制却被贴上了“威权主义”的标签。无论

怎么概述，看起来都是矛盾的。

为了摆脱这种矛盾，那些不愿放弃“威权主

义”帽子的人想出了各种各样的说辞。据他们

说，毛泽东时代的政府之所以支持度高，那得归

功于高压手段加意识形态灌输；改革开放以后的

政府之所以支持度高，那得归功于经济持续增长

以及被煽动起来的民族主义。总之，中国民众

对政府的支持度高不是因为其体制好，而是因为

暂时存在一些有利条件。他们的潜台词是，不管

中国民众现在对政府的支持度有多高，这个威权

主义体制终归是难以持久的。

然而，严谨的学术研究证明这些貌似合理的

说辞其实毫无根据。在分析“亚洲民主动态调

查”数据的基础上，台湾大学政治学教授朱云汉

得出的结论是：“这些说法的解释力并不像西方

很多中国问题专家期待的那么强。没有任何扎

实的证据表明，中国政权的民意基础高度或完全

依赖其耀眼的经济表现，或依赖其对民族主义情

绪的操控”。同样，在系统分析数据的基础上，

留美学者唐文芳及其美国合作者也批驳了上述

种种说辞，认为它们统统站不住脚。
要摆脱上述矛盾，其实很简单，只要摘掉“威

权主义”的有色眼镜，中国体制认受性高的原因

就显而易见了，它反映在三方面：第一，从需方

看，中国人总体而言更偏好代表型民主（或实质

民主），而不是代议型民主（或形式民主）；第二，

从供方看，中国已发展出一套代表型民主的理论

与运作方式；第三，从效果看，代表型民主的实践

使得中国的党国体制能较好地回应社会需求。

简而言之，中国体制之所以认受性高，是因为中

国践行了一种符合本国民众心愿的新型民主

——代表型民主。

2014/02 开 放 时 代

三、中国人的民主观

民主的原义是人民当家作主。然而，如果问

到人民当家作主的含义与实现形式，世界各大文

化圈里的人民理解未必相同。今天世界上，绝大

多数人都同意“民主是个好东西”的说法，但对那

个被叫作“好东西”的“民主”理解却非常不同。我

们切不可想当然地认为，既然大家都喜欢民主，他

们支持的就是同一种东西。西方不少人自负地相

信，只有他们对民主的理解才是正宗的、对民主

唯一正确的理解，这是文化霸权主义的表现。实

证研究表明，东亚的民主观有其独特之处，儒家

文化圈的民主观有其独特之处，中国的民主观

也有其独特之处。如果有人不去追求中国人自

己理解的那种民主，而是费尽心机试图在中国复

制西方人理解的那种民主，他们在任何意义上都

称不上是“民主派”，因为他们背离广大人民群众

的意愿，违背了民主第一定律：人民当家作主。

对民主的理解可以大致分为两大类，一类从

形式上理解民主，另一类从实质上理解民主。前

者关注某些据说是民主特征的东西，后者关注政

策是否产生了符合广大人民群众需求的结果。

如果这么划分，中国人对民主的理解属于哪一类

呢？“亚洲民主动态调查”恰好包含了与两类理解

相关的问题。在被问到对民主内涵的理解时，受

访者有4种选择：有可能通过选举改变政府；享有

批评当权者的自由；贫富收入差距不大；所有人

都享有衣食住等必需品。

表 1对比了 9个国家或地区的情况。我们看

到，确有近三成的中国大陆民众认为，民主首先

意味着赋予人民选举政府官员的权利；还有4.2%
的民众把民主理解为自由（如批评当政者的权

利）。选择这两种形式标准的人加在一起，约为

民众的1 / 3。更多的人倾向从执政的成效来评判

政治体制是否民主。28.9%的人把能否控制贫富

差距作为民主的尺度；更有近四成的人认为，只

有保证所有人都具备衣食住等生存必需品的体

制才称得上民主。选择实质标准的人加在一起，

表1：亚洲各地民众对民主的理解

形式

有可能通过选举
改变政府

享有批评当政者
的自由

实质

贫富收入差距不
大

所有人都享有衣
食住等必需品

总计

平均

31.9%

13.4%

20.2%

34.5%
13459

（100%）

中国大陆
（2008）

28.4%

4.2%

28.9%

38.4%
4070

（100%）

中国台湾
（2006）

28.2%

4.5%

20.1%

47.3%
1506

（100%）

新加坡
（2006）

29.5%

22.7%

19.8%

28.0%
954

（100%）

蒙古
（2006）

20.5%

32.1%

20.8%

26.5%
1165

（100%）

印尼
（2006）

30.2%

24.6%

12.3%

32.9%
1417

（100%）

菲律宾
（2005）

31.0%

19.6%

7.4%

42.1%
1146

（100%）

柬埔寨
（2008）

39.0%

12.6%

4.0%

44.4%
941

（100%）

越南
（2005）

42.6%

6.6%

28.5%

22.4%
1050

（100%）

泰国
（2006）

49.0%

17.4%

18.0%

15.5%
1209

（100%）

数据来源：东亚民主研究计划，http://www.eastasiabarometer.org/chinese/new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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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假设：只有领导人经由竞争性选举产生的制

度才会享有认受性，④而威权主义体制不可能获

得民众的广泛支持。但大量实证调查数据表明，

被贴上“威权主义”标签的中国体制一直受到绝

大多数老百姓的拥戴。

近年来，全球最大的独立公关公司，爱德曼

国际公关有限公司每年都会发布《爱德曼全球信

任度调查报告》（Edelman Trust Barometer），其最

新报告于 2013年初公布。⑤这份报告发现，中国

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度比 2012年上升 6个百分点，

达到 81%，仅低于新加坡，在所有被调查国家中

居第二，远高于美国的 53%；就各国平均而言，公

众对政府的信任度仅为 48%。⑥实际上，在过去

历年的爱德曼调查中，中国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度

一直在各国中名列前茅。

不仅爱德曼的调查如此，在过去二十年里，

不管是什么人进行调查（包括那些对前人调查充

满怀疑的外国学者），不管用什么方式进行调查

（包括最严格意义上的随机抽样调查），不管被调

查对象是农村居民还是城市居民，最后的结果基

本上大同小异，即中国政府在人民群众中享有高

度的信任感。⑦现在，在熟悉调查数据的学者圈

里，对这一点已经没有任何异议。例如，在一篇

发表于2009年的文章中，约翰·杰姆斯·肯尼迪的

归纳是：“自 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以来，所有旨在

检验民众对中共看法的调查都显示，七成以上的

调查对象支持中央政府与共产党领导。无论调

查的提问方式如何变化，结果全都一样”。⑧又

如，2010 年，布鲁斯·吉利与海克·霍尔比格在一

篇合写的文章中总结道：“虽然关于中共政权稳

固的原因何在还存在不同看法，但具有广泛共识

的是，中国的现今政权在人民大众中享有相对强

有力的支持”。⑨2010年以后进行的研究全都得

出与这两位学者毫无二致的结论。⑩

我们可以用两种方式概述上述现象：一个

“威权主义”体制受人民拥护的程度比很多“民

主”体制高得多；或一个受人民拥护程度如此之

高的体制却被贴上了“威权主义”的标签。无论

怎么概述，看起来都是矛盾的。

为了摆脱这种矛盾，那些不愿放弃“威权主

义”帽子的人想出了各种各样的说辞。据他们

说，毛泽东时代的政府之所以支持度高，那得归

功于高压手段加意识形态灌输；改革开放以后的

政府之所以支持度高，那得归功于经济持续增长

以及被煽动起来的民族主义。总之，中国民众

对政府的支持度高不是因为其体制好，而是因为

暂时存在一些有利条件。他们的潜台词是，不管

中国民众现在对政府的支持度有多高，这个威权

主义体制终归是难以持久的。

然而，严谨的学术研究证明这些貌似合理的

说辞其实毫无根据。在分析“亚洲民主动态调

查”数据的基础上，台湾大学政治学教授朱云汉

得出的结论是：“这些说法的解释力并不像西方

很多中国问题专家期待的那么强。没有任何扎

实的证据表明，中国政权的民意基础高度或完全

依赖其耀眼的经济表现，或依赖其对民族主义情

绪的操控”。同样，在系统分析数据的基础上，

留美学者唐文芳及其美国合作者也批驳了上述

种种说辞，认为它们统统站不住脚。
要摆脱上述矛盾，其实很简单，只要摘掉“威

权主义”的有色眼镜，中国体制认受性高的原因

就显而易见了，它反映在三方面：第一，从需方

看，中国人总体而言更偏好代表型民主（或实质

民主），而不是代议型民主（或形式民主）；第二，

从供方看，中国已发展出一套代表型民主的理论

与运作方式；第三，从效果看，代表型民主的实践

使得中国的党国体制能较好地回应社会需求。

简而言之，中国体制之所以认受性高，是因为中

国践行了一种符合本国民众心愿的新型民主

——代表型民主。

2014/02 开 放 时 代

三、中国人的民主观

民主的原义是人民当家作主。然而，如果问

到人民当家作主的含义与实现形式，世界各大文

化圈里的人民理解未必相同。今天世界上，绝大

多数人都同意“民主是个好东西”的说法，但对那

个被叫作“好东西”的“民主”理解却非常不同。我

们切不可想当然地认为，既然大家都喜欢民主，他

们支持的就是同一种东西。西方不少人自负地相

信，只有他们对民主的理解才是正宗的、对民主

唯一正确的理解，这是文化霸权主义的表现。实

证研究表明，东亚的民主观有其独特之处，儒家

文化圈的民主观有其独特之处，中国的民主观

也有其独特之处。如果有人不去追求中国人自

己理解的那种民主，而是费尽心机试图在中国复

制西方人理解的那种民主，他们在任何意义上都

称不上是“民主派”，因为他们背离广大人民群众

的意愿，违背了民主第一定律：人民当家作主。

对民主的理解可以大致分为两大类，一类从

形式上理解民主，另一类从实质上理解民主。前

者关注某些据说是民主特征的东西，后者关注政

策是否产生了符合广大人民群众需求的结果。

如果这么划分，中国人对民主的理解属于哪一类

呢？“亚洲民主动态调查”恰好包含了与两类理解

相关的问题。在被问到对民主内涵的理解时，受

访者有4种选择：有可能通过选举改变政府；享有

批评当权者的自由；贫富收入差距不大；所有人

都享有衣食住等必需品。

表 1对比了 9个国家或地区的情况。我们看

到，确有近三成的中国大陆民众认为，民主首先

意味着赋予人民选举政府官员的权利；还有4.2%
的民众把民主理解为自由（如批评当政者的权

利）。选择这两种形式标准的人加在一起，约为

民众的1 / 3。更多的人倾向从执政的成效来评判

政治体制是否民主。28.9%的人把能否控制贫富

差距作为民主的尺度；更有近四成的人认为，只

有保证所有人都具备衣食住等生存必需品的体

制才称得上民主。选择实质标准的人加在一起，

表1：亚洲各地民众对民主的理解

形式

有可能通过选举
改变政府

享有批评当政者
的自由

实质

贫富收入差距不
大

所有人都享有衣
食住等必需品

总计

平均

31.9%

13.4%

20.2%

34.5%
13459

（100%）

中国大陆
（2008）

28.4%

4.2%

28.9%

38.4%
4070

（100%）

中国台湾
（2006）

28.2%

4.5%

20.1%

47.3%
1506

（100%）

新加坡
（2006）

29.5%

22.7%

19.8%

28.0%
954

（100%）

蒙古
（2006）

20.5%

32.1%

20.8%

26.5%
1165

（100%）

印尼
（2006）

30.2%

24.6%

12.3%

32.9%
1417

（100%）

菲律宾
（2005）

31.0%

19.6%

7.4%

42.1%
1146

（100%）

柬埔寨
（2008）

39.0%

12.6%

4.0%

44.4%
941

（100%）

越南
（2005）

42.6%

6.6%

28.5%

22.4%
1050

（100%）

泰国
（2006）

49.0%

17.4%

18.0%

15.5%
1209

（100%）

数据来源：东亚民主研究计划，http://www.eastasiabarometer.org/chinese/new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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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 2 / 3 还多。可见，在绝大多数中国民众心目

中，民主是实质意义上的民主，而不是徒有其表

的民主。有意思的是，虽然中国台湾实行的是不

同的政治体制，但台湾民众理解民主的方式与大

陆民众没有太大区别。在东亚其他国家，倾向形

式民主的人更多一些，基本上在五成左右，只有

泰国超过2 / 3。
也许有人会怀疑表 1 的受访者中成年人居

多；在怀疑者看来，年轻人也许会更倾向接受“普

世”的民主标准，亦即形式民主或程序民主。如

果这个假想成立的话，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会

有越来越多的人向“普世”民主标准看齐。实际

情况如何呢？

依据最新的（即第三波）“亚洲民主动态调

查”数据，图 1 显示了年轻人（即生于 1980 年以

后）心目中的民主。在中国大陆，分别有30%的

年轻人把民主理解为“良治”或“社会平等”，两者

加在一起占被调查人数的六成；而把民主理解成

“民主程序”或“自由”的人为四成。中国台湾的

情况依然与大陆不相上下。进一步分析表明，中

国年轻人对民主的理解与成年人的理解几乎没

有什么差别。除了大陆与台湾以外，多数年轻

人在实质意义上理解民主的国家还包括日本、韩

国、新加坡、越南、泰国、马来西亚、印尼；只有蒙

古、菲律宾、柬埔寨是例外。但即使在后三个国

家，仍然有一半人在实质意义上理解民主，与在

形式上理解民主的人旗鼓相当。

仅仅与亚洲邻居相比，中国人对民主的实质

性理解还不太突出。但如果与美国人相比，这个

特点就十分明显了。表2所依据的数据来自2010

图1：亚洲年轻人对民主的理解

数据来源：Asian Barometer Wave 3，转引自 Yun-han Chu & Min-hua Huang，“East Asian Youth’s
Understanding of Democracy，”paper presented at the conference“Democratic Citizenship and Voices of Asia’s
Youth”，organized by the Institute of Political Science，Academia Sinica，and co-sponsored by Asian Barometer
Survey，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September 20-21，2012，Taipei，p. 5。

年在美国所做的民调以及 2011年在中国所做的

民调，它包括了两组、四个选项，测度人们到底是

在形式上（A组），还是在实质意义上（B组）理解民

主。很明显，美国人更注重民主的形式，而中国

人更注重民主能否给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实惠。

内地研究机构的相关抽样调查得出的结论

与境外研究机构的结论是完全吻合的。例如，中

国社会科学院于2011年进行的调查同样发现，中

国人的民主观对内容与实质的重视远超过形式

与程序。

四、代表型民主与代议型民主

偏重内容与实质的民主可以称之为“代表型

民主”（representational democracy），而偏重形式与

程序的民主观可以称之为“代议型民主”（repre-
sentative democracy）。总体而言，东亚人民，包括

中国人民更偏好前者而不是后者。虽然只有一

字之差，这两种类型的民主却相去甚远。表 3列

举了两者之间在三方面的差异。

对于代议型民主而言，最关键的概念是“代

议士”。“代议士”是英文 representative的一种中文

译法，流行于清末民初时期，现在这个英文词通常

被译为“代表”。不管如何翻译，它指的都是由

选民选出来的人，主要指选出来的议员，但也包括

选出来的行政首脑（如美国总统）。不过，将 rep-
resentative译为“代表”在很多情形下是不准确的，

因为在欧美各国的民主理论与实践中，选出来的

人并不是选民的传声筒，不是人民的代表。恰

恰相反，一经选出，这些人便可以依据自己的主

观判断行事，因为据说“选民不是天使，对公共事

务未必有健全理性的判断，会常常出错，甚至会

被领入歧途”，需要有“政治判断能力”的精英为

他们把关。换言之，选举只不过是普通民众向

政治精英授权的一种形式。选出来的精英们不

必原汁原味地代表人民，只需代人民议政、替人

民做主即可。这种制度倡导者的话很直白：这些

选出来的人“根本就不是选民的代表……民主国

家需要的不是人民的代表，而是公民选举出来的

议员（代议士）！”
既然不让人民大众自己当家作主，只许一小

撮选举出来的精英（美其名曰“代议士”）为民做

主，这种体制的民主性体现在何处呢？代议型民

主的辩解方式是重新定义民主：把要求人民大众

当家作主的民主叫做“古典民主”或“乌托邦民

主”；而现代民主则被定义为“代议民主”（repre-
sentative democracy），或代议士经自由竞选产生的

政治体制。经过重新定义以后，衡量一个政治

制度是否民主的标准也随之发生了变化：存在自

由的、竞争性的多党选举，政体便是民主的；不存

表2：中美民众对民主的理解

A. 定期举办公平、公开的竞争性选举，选出政府官员

B. 如何获得执政权不重要，重要的是政府以人民利益为重并十分称职

A. 确保两党或多党竞争执政权

B. 执政党认真考虑普通老百姓的意见与建议

中国

53.57%
34.00%
15.36%
68.03%

美国

73.58%
26.17%
39.75%
58.89%

数据来源：ABS III Mainland China Survey（N = 3419）；2010 USA National Survey（N = 810），转引自 Jie
Lu ，“Democratic conceptions and regime support among Chinese citizens，”Asian Barometer Working Paper

Series，No. 66，2012，p.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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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 2 / 3 还多。可见，在绝大多数中国民众心目

中，民主是实质意义上的民主，而不是徒有其表

的民主。有意思的是，虽然中国台湾实行的是不

同的政治体制，但台湾民众理解民主的方式与大

陆民众没有太大区别。在东亚其他国家，倾向形

式民主的人更多一些，基本上在五成左右，只有

泰国超过2 / 3。
也许有人会怀疑表 1 的受访者中成年人居

多；在怀疑者看来，年轻人也许会更倾向接受“普

世”的民主标准，亦即形式民主或程序民主。如

果这个假想成立的话，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会

有越来越多的人向“普世”民主标准看齐。实际

情况如何呢？

依据最新的（即第三波）“亚洲民主动态调

查”数据，图 1 显示了年轻人（即生于 1980 年以

后）心目中的民主。在中国大陆，分别有30%的

年轻人把民主理解为“良治”或“社会平等”，两者

加在一起占被调查人数的六成；而把民主理解成

“民主程序”或“自由”的人为四成。中国台湾的

情况依然与大陆不相上下。进一步分析表明，中

国年轻人对民主的理解与成年人的理解几乎没

有什么差别。除了大陆与台湾以外，多数年轻

人在实质意义上理解民主的国家还包括日本、韩

国、新加坡、越南、泰国、马来西亚、印尼；只有蒙

古、菲律宾、柬埔寨是例外。但即使在后三个国

家，仍然有一半人在实质意义上理解民主，与在

形式上理解民主的人旗鼓相当。

仅仅与亚洲邻居相比，中国人对民主的实质

性理解还不太突出。但如果与美国人相比，这个

特点就十分明显了。表2所依据的数据来自2010

图1：亚洲年轻人对民主的理解

数据来源：Asian Barometer Wave 3，转引自 Yun-han Chu & Min-hua Huang，“East Asian Youth’s
Understanding of Democracy，”paper presented at the conference“Democratic Citizenship and Voices of Asia’s
Youth”，organized by the Institute of Political Science，Academia Sinica，and co-sponsored by Asian Barometer
Survey，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September 20-21，2012，Taipei，p. 5。

年在美国所做的民调以及 2011年在中国所做的

民调，它包括了两组、四个选项，测度人们到底是

在形式上（A组），还是在实质意义上（B组）理解民

主。很明显，美国人更注重民主的形式，而中国

人更注重民主能否给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实惠。

内地研究机构的相关抽样调查得出的结论

与境外研究机构的结论是完全吻合的。例如，中

国社会科学院于2011年进行的调查同样发现，中

国人的民主观对内容与实质的重视远超过形式

与程序。

四、代表型民主与代议型民主

偏重内容与实质的民主可以称之为“代表型

民主”（representational democracy），而偏重形式与

程序的民主观可以称之为“代议型民主”（repre-
sentative democracy）。总体而言，东亚人民，包括

中国人民更偏好前者而不是后者。虽然只有一

字之差，这两种类型的民主却相去甚远。表 3列

举了两者之间在三方面的差异。

对于代议型民主而言，最关键的概念是“代

议士”。“代议士”是英文 representative的一种中文

译法，流行于清末民初时期，现在这个英文词通常

被译为“代表”。不管如何翻译，它指的都是由

选民选出来的人，主要指选出来的议员，但也包括

选出来的行政首脑（如美国总统）。不过，将 rep-
resentative译为“代表”在很多情形下是不准确的，

因为在欧美各国的民主理论与实践中，选出来的

人并不是选民的传声筒，不是人民的代表。恰

恰相反，一经选出，这些人便可以依据自己的主

观判断行事，因为据说“选民不是天使，对公共事

务未必有健全理性的判断，会常常出错，甚至会

被领入歧途”，需要有“政治判断能力”的精英为

他们把关。换言之，选举只不过是普通民众向

政治精英授权的一种形式。选出来的精英们不

必原汁原味地代表人民，只需代人民议政、替人

民做主即可。这种制度倡导者的话很直白：这些

选出来的人“根本就不是选民的代表……民主国

家需要的不是人民的代表，而是公民选举出来的

议员（代议士）！”
既然不让人民大众自己当家作主，只许一小

撮选举出来的精英（美其名曰“代议士”）为民做

主，这种体制的民主性体现在何处呢？代议型民

主的辩解方式是重新定义民主：把要求人民大众

当家作主的民主叫做“古典民主”或“乌托邦民

主”；而现代民主则被定义为“代议民主”（repre-
sentative democracy），或代议士经自由竞选产生的

政治体制。经过重新定义以后，衡量一个政治

制度是否民主的标准也随之发生了变化：存在自

由的、竞争性的多党选举，政体便是民主的；不存

表2：中美民众对民主的理解

A. 定期举办公平、公开的竞争性选举，选出政府官员

B. 如何获得执政权不重要，重要的是政府以人民利益为重并十分称职

A. 确保两党或多党竞争执政权

B. 执政党认真考虑普通老百姓的意见与建议

中国

53.57%
34.00%
15.36%
68.03%

美国

73.58%
26.17%
39.75%
58.89%

数据来源：ABS III Mainland China Survey（N = 3419）；2010 USA National Survey（N = 810），转引自 Jie
Lu ，“Democratic conceptions and regime support among Chinese citizens，”Asian Barometer Working Paper

Series，No. 66，2012，p.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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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自由的、竞争性的多党选举，政体便不是民主

的。
为什么经过自由竞选产生的政府便是民主

的呢？有两种不同的理论为其提供支撑。一种

理论强调选举的授权功能（授权论），其关注点是

政客如何开始他们的政治生涯；另一种理论强调

选举隐含的惩罚功能（问责论），其关注点是政客

如何结束他们的政治生涯。

按照授权论的说法，在竞选过程中，政党提

出各自的政策主张，并推出各自的候选人，选民

则有权选择支持哪个政党或哪个候选人，他们会

把选票投给自己心仪的政党与候选人。既然当

选者是在得到了选民赋予他们的授权后才开始

执政的，这种体制当然是民主的。

但授权论实际上基于三个未加言明的假设，

缺一不可。第一，选民们是理性的，他们清楚全

面地了解候选政党与候选人的各种政策主张、实

现这些政策主张的前提条件、执行这些政策主张

的可能后果；第二，政客们会恪守承诺，上台后会

不折不扣地推行自己在竞选过程中主张的那些政

策；第三，按竞选纲领推行政策符合选民的最佳

利益。但满足三个条件中的任何一项都不容易，

同时满足这三个条件则几乎是不可能的。大量实

证研究发现，选民未必是理性的，往往在政治上

十分无知；政客在很多情况下不愿、不会也不可

能按竞选纲领行事；况且，如果把见人说人话、见

鬼说鬼话的竞选语言付诸实施的话，选民不大可

能从中受益。更糟糕的是，现代选举是极其昂

贵的，参选政党与个人必须筹集高额竞选经费，

否则根本没有当选的可能性。这就意味着，对参

选政党与个人而言，重要的不是一般选民，而是

那些有能力捐款的金主们。既然没有金主抬轿子

就上不了台，这些金主才是真正的“授权者”。

问责论的前提就是假设：第一，政客未必会恪

守竞选承诺；第二，即使他们恪守承诺也未必对选

民有利。问责论进一步假设，当出现上述情形时，

选民肯定会不满；在下一次选举到来之时，不满的

选民会把当政者赶下台，选另一批政客上台替

换。这就叫做问责，下台的可能性是问责的基

础。如果代议士希望连选连任，不想下台，那么他

们就必须在任时小心行事，以赢得选民的欢心。

问题是，现代政治制度都十分复杂，任何一

项政策从酝酿到草拟、到拍板、到出台、到贯彻落

实，会卷入不同的政党、不同的派系、不同的部

门、不同的官员。除此之外，政策效果的好坏还

取决于内外环境。选民如果对政策的效果不满

意，他们未必准确地知道应该惩罚谁。政客当然

一定会找到各种各样的理由或借口卸责（英文叫

shirk），把选民的不满引向别人、别处。

另一个问题是，问责论假设，可供选民挑选的

政党与政客很多，不满意甲，可以选乙；不满意乙，

可以选丙；以此类推。实际上，在两党制下，只有

两个党可供选择；到多党制下，选择也不多。在挑

选余地不大的情形下，选民往往不得不两害相权

取其轻，出现下面这幅漫画中描绘的局面。
更何况，对政客而言，连选连任固然不错，即

表3：代表型民主与代议型民主的侧重点

代表型民主

政府是否具有代表性？

政策是否反映人民的基本需求？

政治制度是否产生诸如社会正义、良治、福
利、“民享”等实质效果？

代议型民主

代议士如何产生？

选举与集团政治是否具有竞争性？

政治制度是否带有诸如民权、自由、正式制度与程序等
形式特征？

便败选，天也不会塌下来。不仅如此，离开政坛

后，也许油水更大。例如，近年来，美国将近一半

落选国会议员投入游说团体，薪酬比担任议员高

得多。再如，克林顿夫妇，一位是前总统，另一

位是前国务卿，退出政坛后，他们每年的讲演收

入便是天价。换句话说，在政坛干几年后退出

政坛有可能获得高额“期货”回报，问责的潜在威

胁恐怕只是个“纸老虎”。

由此说来，不管是“授权论”还是“问责论”都

无法说明所谓“代议民主”在什么意义上是民主

的。三位研究代议制的权威学者对此的评论是：

“代议政府的创立者期待，他们鼓吹的那些体制

安排会通过某种方式诱导政府服务于人民的利

益，但他们并不准确地知道为什么会如此。两百

多年过去了，我们今天还是不清楚”。
与代议型民主不同，代表型民主的关键概念

不是“代议士”，而是“代表”（representation）。按

照经典著作《代表的概念》作者汉娜·皮特金

（Hanna Pitkin）的定义，“代表”的含义是以实现公

众最佳利益的方式行事，代表的主体是否经过自

由的、竞争性的选举产生是另外一个问题。代

表型民主的基本假设是，民主可以经由各种不同

的代表机制实现，不一定非得要由选举产生的代

议士来实现。既然如此，衡量一个政治制度是否

民主的标准就不再是存不存在自由的、竞争性的

多党选举。民主理论大师罗伯特·达尔（Robert
A. Dahl）说，“民主的一个关键特征是政府持续回

应其公民的偏好，而所有公民在政治上完全平

等”。这里，重要的不是代议士在多大程度上能

为选民代言（representativeness），而是政府对民众

偏好的回应性（responsiveness）。达尔的这番话实

际上为衡量一个政治制度是否民主设定了标准：

代表型民主的标准。需要进一步厘清的是达尔

所说的“偏好”（preferences）。我们认为，这里的

“偏好”主要不是指人们的主观要求（wants）。无

论何时何地，政府都不可能、也不应该迎合公众

的漫无边际的欲念。相反，“偏好”指的主要是民

众的客观需求（needs），以及他们就需求而提出的

意见、建议等。

为了与“授权论”和“问责论”加以区别，我们

可以将以上说法称之为民主的“代表论”。

五、中式代表型民主的理论

在过去几十年里，中国实际上已经形成了一

套代表型民主的理论，它有四大组成部分，分别

回答四个关键问题：代表谁？由谁代表？代表什

么？怎样代表？

（一）代表谁？

中式代表型民主理论的回答是：人民。所有

中国人都熟悉毛泽东的名言“为人民服务”；它是

中国共产党的宗旨，也被镌刻在中南海新华门和

中南海东门的影壁上。“为人民服务”并不是指，

人民被动地接受服务，其真实含义是与人民一

道，通过共同努力，创造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

那么谁是“人民”呢？不管在哪个国家，“人

民”（或“公民”）这个概念的内涵与外延都是不断

变化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前夕，毛泽东说出

了他当时对“人民”这一概念的理解：“所谓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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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自由的、竞争性的多党选举，政体便不是民主

的。
为什么经过自由竞选产生的政府便是民主

的呢？有两种不同的理论为其提供支撑。一种

理论强调选举的授权功能（授权论），其关注点是

政客如何开始他们的政治生涯；另一种理论强调

选举隐含的惩罚功能（问责论），其关注点是政客

如何结束他们的政治生涯。

按照授权论的说法，在竞选过程中，政党提

出各自的政策主张，并推出各自的候选人，选民

则有权选择支持哪个政党或哪个候选人，他们会

把选票投给自己心仪的政党与候选人。既然当

选者是在得到了选民赋予他们的授权后才开始

执政的，这种体制当然是民主的。

但授权论实际上基于三个未加言明的假设，

缺一不可。第一，选民们是理性的，他们清楚全

面地了解候选政党与候选人的各种政策主张、实

现这些政策主张的前提条件、执行这些政策主张

的可能后果；第二，政客们会恪守承诺，上台后会

不折不扣地推行自己在竞选过程中主张的那些政

策；第三，按竞选纲领推行政策符合选民的最佳

利益。但满足三个条件中的任何一项都不容易，

同时满足这三个条件则几乎是不可能的。大量实

证研究发现，选民未必是理性的，往往在政治上

十分无知；政客在很多情况下不愿、不会也不可

能按竞选纲领行事；况且，如果把见人说人话、见

鬼说鬼话的竞选语言付诸实施的话，选民不大可

能从中受益。更糟糕的是，现代选举是极其昂

贵的，参选政党与个人必须筹集高额竞选经费，

否则根本没有当选的可能性。这就意味着，对参

选政党与个人而言，重要的不是一般选民，而是

那些有能力捐款的金主们。既然没有金主抬轿子

就上不了台，这些金主才是真正的“授权者”。

问责论的前提就是假设：第一，政客未必会恪

守竞选承诺；第二，即使他们恪守承诺也未必对选

民有利。问责论进一步假设，当出现上述情形时，

选民肯定会不满；在下一次选举到来之时，不满的

选民会把当政者赶下台，选另一批政客上台替

换。这就叫做问责，下台的可能性是问责的基

础。如果代议士希望连选连任，不想下台，那么他

们就必须在任时小心行事，以赢得选民的欢心。

问题是，现代政治制度都十分复杂，任何一

项政策从酝酿到草拟、到拍板、到出台、到贯彻落

实，会卷入不同的政党、不同的派系、不同的部

门、不同的官员。除此之外，政策效果的好坏还

取决于内外环境。选民如果对政策的效果不满

意，他们未必准确地知道应该惩罚谁。政客当然

一定会找到各种各样的理由或借口卸责（英文叫

shirk），把选民的不满引向别人、别处。

另一个问题是，问责论假设，可供选民挑选的

政党与政客很多，不满意甲，可以选乙；不满意乙，

可以选丙；以此类推。实际上，在两党制下，只有

两个党可供选择；到多党制下，选择也不多。在挑

选余地不大的情形下，选民往往不得不两害相权

取其轻，出现下面这幅漫画中描绘的局面。
更何况，对政客而言，连选连任固然不错，即

表3：代表型民主与代议型民主的侧重点

代表型民主

政府是否具有代表性？

政策是否反映人民的基本需求？

政治制度是否产生诸如社会正义、良治、福
利、“民享”等实质效果？

代议型民主

代议士如何产生？

选举与集团政治是否具有竞争性？

政治制度是否带有诸如民权、自由、正式制度与程序等
形式特征？

便败选，天也不会塌下来。不仅如此，离开政坛

后，也许油水更大。例如，近年来，美国将近一半

落选国会议员投入游说团体，薪酬比担任议员高

得多。再如，克林顿夫妇，一位是前总统，另一

位是前国务卿，退出政坛后，他们每年的讲演收

入便是天价。换句话说，在政坛干几年后退出

政坛有可能获得高额“期货”回报，问责的潜在威

胁恐怕只是个“纸老虎”。

由此说来，不管是“授权论”还是“问责论”都

无法说明所谓“代议民主”在什么意义上是民主

的。三位研究代议制的权威学者对此的评论是：

“代议政府的创立者期待，他们鼓吹的那些体制

安排会通过某种方式诱导政府服务于人民的利

益，但他们并不准确地知道为什么会如此。两百

多年过去了，我们今天还是不清楚”。
与代议型民主不同，代表型民主的关键概念

不是“代议士”，而是“代表”（representation）。按

照经典著作《代表的概念》作者汉娜·皮特金

（Hanna Pitkin）的定义，“代表”的含义是以实现公

众最佳利益的方式行事，代表的主体是否经过自

由的、竞争性的选举产生是另外一个问题。代

表型民主的基本假设是，民主可以经由各种不同

的代表机制实现，不一定非得要由选举产生的代

议士来实现。既然如此，衡量一个政治制度是否

民主的标准就不再是存不存在自由的、竞争性的

多党选举。民主理论大师罗伯特·达尔（Robert
A. Dahl）说，“民主的一个关键特征是政府持续回

应其公民的偏好，而所有公民在政治上完全平

等”。这里，重要的不是代议士在多大程度上能

为选民代言（representativeness），而是政府对民众

偏好的回应性（responsiveness）。达尔的这番话实

际上为衡量一个政治制度是否民主设定了标准：

代表型民主的标准。需要进一步厘清的是达尔

所说的“偏好”（preferences）。我们认为，这里的

“偏好”主要不是指人们的主观要求（wants）。无

论何时何地，政府都不可能、也不应该迎合公众

的漫无边际的欲念。相反，“偏好”指的主要是民

众的客观需求（needs），以及他们就需求而提出的

意见、建议等。

为了与“授权论”和“问责论”加以区别，我们

可以将以上说法称之为民主的“代表论”。

五、中式代表型民主的理论

在过去几十年里，中国实际上已经形成了一

套代表型民主的理论，它有四大组成部分，分别

回答四个关键问题：代表谁？由谁代表？代表什

么？怎样代表？

（一）代表谁？

中式代表型民主理论的回答是：人民。所有

中国人都熟悉毛泽东的名言“为人民服务”；它是

中国共产党的宗旨，也被镌刻在中南海新华门和

中南海东门的影壁上。“为人民服务”并不是指，

人民被动地接受服务，其真实含义是与人民一

道，通过共同努力，创造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

那么谁是“人民”呢？不管在哪个国家，“人

民”（或“公民”）这个概念的内涵与外延都是不断

变化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前夕，毛泽东说出

了他当时对“人民”这一概念的理解：“所谓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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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是包括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

级、被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政权及其所代表的

官僚资产阶级（大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所压迫

和损害的民族资产阶级，而以工人、农民（兵士主

要是穿军服的农民）和其他劳动人民为主体。”
在此前后，毛泽东一直把“人民”看作一个历史

的、变动的政治范畴，而不是泛指一国的全部人

口，但唯一不变的是，他所理解的人民主体始终

是从事物质资料生产的广大劳动群众。虽然，改

革开放以后，“人民”概念的内涵与外延再次发生

了重大变化，其主体依然是广大劳动群众，同时

也包括一切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

统一的爱国者。中国革命与新中国最大的历史

贡献就是将亿万普通劳动人民群众第一次带入

了政治舞台。

强调代表的对象是人民与自由主义形成鲜

明对比。在自由主义的词典里，根本不存在社

群、阶级这些群体概念，更不存在人民。只有追

求一己私利的个人才值得代表。

（二）谁代表？

在西式主流代议理论中，只有选出来的代议

士（所谓“政务官”）才有资格代他人做主，其他人

都不够格。但在现代，不管在哪一种政治体制

中，都有大批非选举产生的官员（所谓“事务官”）

实实在在地行使着政治权力。说他们没有资格

代表别人实际上也免除了他们必须全心全意为

人民服务的压力，仿佛只需按部就班、照章办事

就万事大吉了。

在谁代表的问题上，代表型民主的回答是，

所有行使政治权力的人，既包括正式选举出来的

代议士，也包括手握实权的其他官员。中国把所

有行使某种权力的人都统称为“干部”。所有干

部都有责任代表人民的利益。

毋庸置疑，干部属于列宁所说的“先锋队”；

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可以摆出“精英”的派头，以

“精英”的方式行事。恰恰相反，有责任代表人民

利益的人必须通过各种方式与广大人民群众打成

一片，并在此过程中不断改造自己，因为“人民、只

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因为“群众

是真正的英雄”，而各级干部“则往往是幼稚可笑

的”；因为“人民群众有无限的创造力”。这也

就是说，各级干部都必须在“干中学，学中干”，不

能“把自己看作群众的主人，看作高踞于‘下等

人’头上的贵族”。他们“切不可强不知以为知，

要‘不耻下问’，要善于倾听下面干部的意见。先

做学生，然后再做先生；先向下面干部请教，然后

再下命令”。这与“授权论”、“问责论”对代议士

角色的设想（即高人一等的政治精英）形成了鲜

明的对比。

（三）代表什么？

在西式代议制中会设置表达机制，让人们把

自己愿望（或偏好）表达出来，形成对代议士的压

力，希望因此影响政府的决策。“愿望”是个比较

模糊的概念，它既包括人们的主观要求，也包括

他们的客观需求。如果稍加阶级分析，我们就会

了解到，衣食无忧的社会中上层往往表达的是主

观要求（如减税、同性恋婚姻、表达自由），而囊中

羞涩的社会下层往往表达的是客观需求（就业、

就医、就学、住房等生活保障）。实际上，社会下

层表达的客观需求也是社会上层的客观需求，因

为后者也同样离不开衣食住行、就学、看病、养老

等。只是由于他们的财力在支撑体面生活以外仍

有富余，才遮蔽了他们也有这类客观需求的真

相。由此可见，社会下层的需求是全社会的需求，

而社会上层的要求则未必是全社会的要求。需求

与要求还有一个区别：前者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

比较稳定，而后者则可能在短时间内变来变去。

为了体现人民当家作主，服务于最广大人民

的利益，代表型民主要代表的是人民的客观需

求，而不是随意表达的要求或转瞬即逝的观点。

当然，客观需求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在经济

发展水平比较低的时候，有饭吃、有衣穿是最关

键的需求。但进入比较高发展水平以后，这类生

存需求的重要性便下降了，其他需求的重要性开

始上升，如吃得好一些、穿得漂亮一些、行得方便

快捷一些、住得宽敞舒适一些、病有所医、老有所

养等。代表人民的基本需求也要与时俱进。这

就要求各级干部在听取社会各阶层表达出来的

要求的同时，不断深入社会底层，关注他们变化

着的需求。在这个意义上，代表必定是一个能动

的建构过程。

（四）怎么代表？

人们通常把群众路线看作共产党传统中的

民主决策方式，但群众路线也是最具中国特色的

代表方式。在中国历史上，正是把群众路线作为

自己“根本的政治路线”和“根本的组织路线”（参

见刘少奇在七大上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的中国

共产党把亿万普通老百姓第一次带上了政治舞

台，而亿万民众的觉醒是实现民主的先决条

件。在这个意义上，美国学者布兰德利·沃马克

把以群众路线为特色的中国体制称之为“准民主

体制”（Quasi-democratic system）是有道理的。
群众路线是中式代表型民主的核心所在。

中国共产党几代领导人关于群众路线的论

述汗牛充栋，毛泽东的一段概括最具代表性：

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

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

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

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

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

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

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

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

动、更丰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

在代议民主中，代议士与民众的关系集中发

生在竞选期间。一旦当选，具备了行使政治权力

的正当性，代议士便获得了自由裁量权，可以按

照自己的意愿来代选民做主。如果代议士在任

职期间也会接触民众的话，那也主要是竞选动

作，为的是博得选民的青睐，以便在下一轮选举

中再次当选。因此，他们倾向做那些有利于巩固

与扩大自己选票基础的事，而对那些与巩固、扩

大选票基础无关的事，则不闻不问，哪怕这些事

正好对民众有利。对代议士而言，参与投票的选

民才是争取对象，才有接触的必要；而对那些不

参加选举的民众，则可忽略不计。而不参加选举

的民众恰恰往往是那些底层民众。

群众路线不同，它要求各级干部“热爱人民

群众，细心地倾听群众的呼声；每到一地，就和那

里的群众打成一片，不是高踞于群众之上，而是

深入于群众之中”；“走到群众中间去，向群众学

习，把他们的经验综合起来，成为更好的有条理

的道理和办法，然后再告诉群众（宣传），并号召

群众实行起来，解决群众的问题，使群众得到解

放和幸福”。这里所说的“群众”即“人民大众”，

与“人民”同义；而“人民”首先是指工农兵和其他

劳动人民。
为了弥补代议民主的弊端，一些西方进步学

者倡导参与民主（participatory democracy），希望为

普通民众创造更多能直接影响政府决策的机会

与渠道。即使与民主程度更高的参与民主相

比，群众路线也独具特色。图 2 将群众路线与

公众参与进行了对比。

图2展现的是群众路线与公众参与的理想状

态。两者的第一个差别是图中的箭头指向。公

众参与的箭头由利益相关群体指向决策者，这是

指在政府决策过程中，利益相关群体有权闯进

去，影响决策；但这也意味着，决策者不必迈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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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是包括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

级、被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政权及其所代表的

官僚资产阶级（大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所压迫

和损害的民族资产阶级，而以工人、农民（兵士主

要是穿军服的农民）和其他劳动人民为主体。”
在此前后，毛泽东一直把“人民”看作一个历史

的、变动的政治范畴，而不是泛指一国的全部人

口，但唯一不变的是，他所理解的人民主体始终

是从事物质资料生产的广大劳动群众。虽然，改

革开放以后，“人民”概念的内涵与外延再次发生

了重大变化，其主体依然是广大劳动群众，同时

也包括一切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

统一的爱国者。中国革命与新中国最大的历史

贡献就是将亿万普通劳动人民群众第一次带入

了政治舞台。

强调代表的对象是人民与自由主义形成鲜

明对比。在自由主义的词典里，根本不存在社

群、阶级这些群体概念，更不存在人民。只有追

求一己私利的个人才值得代表。

（二）谁代表？

在西式主流代议理论中，只有选出来的代议

士（所谓“政务官”）才有资格代他人做主，其他人

都不够格。但在现代，不管在哪一种政治体制

中，都有大批非选举产生的官员（所谓“事务官”）

实实在在地行使着政治权力。说他们没有资格

代表别人实际上也免除了他们必须全心全意为

人民服务的压力，仿佛只需按部就班、照章办事

就万事大吉了。

在谁代表的问题上，代表型民主的回答是，

所有行使政治权力的人，既包括正式选举出来的

代议士，也包括手握实权的其他官员。中国把所

有行使某种权力的人都统称为“干部”。所有干

部都有责任代表人民的利益。

毋庸置疑，干部属于列宁所说的“先锋队”；

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可以摆出“精英”的派头，以

“精英”的方式行事。恰恰相反，有责任代表人民

利益的人必须通过各种方式与广大人民群众打成

一片，并在此过程中不断改造自己，因为“人民、只

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因为“群众

是真正的英雄”，而各级干部“则往往是幼稚可笑

的”；因为“人民群众有无限的创造力”。这也

就是说，各级干部都必须在“干中学，学中干”，不

能“把自己看作群众的主人，看作高踞于‘下等

人’头上的贵族”。他们“切不可强不知以为知，

要‘不耻下问’，要善于倾听下面干部的意见。先

做学生，然后再做先生；先向下面干部请教，然后

再下命令”。这与“授权论”、“问责论”对代议士

角色的设想（即高人一等的政治精英）形成了鲜

明的对比。

（三）代表什么？

在西式代议制中会设置表达机制，让人们把

自己愿望（或偏好）表达出来，形成对代议士的压

力，希望因此影响政府的决策。“愿望”是个比较

模糊的概念，它既包括人们的主观要求，也包括

他们的客观需求。如果稍加阶级分析，我们就会

了解到，衣食无忧的社会中上层往往表达的是主

观要求（如减税、同性恋婚姻、表达自由），而囊中

羞涩的社会下层往往表达的是客观需求（就业、

就医、就学、住房等生活保障）。实际上，社会下

层表达的客观需求也是社会上层的客观需求，因

为后者也同样离不开衣食住行、就学、看病、养老

等。只是由于他们的财力在支撑体面生活以外仍

有富余，才遮蔽了他们也有这类客观需求的真

相。由此可见，社会下层的需求是全社会的需求，

而社会上层的要求则未必是全社会的要求。需求

与要求还有一个区别：前者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

比较稳定，而后者则可能在短时间内变来变去。

为了体现人民当家作主，服务于最广大人民

的利益，代表型民主要代表的是人民的客观需

求，而不是随意表达的要求或转瞬即逝的观点。

当然，客观需求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在经济

发展水平比较低的时候，有饭吃、有衣穿是最关

键的需求。但进入比较高发展水平以后，这类生

存需求的重要性便下降了，其他需求的重要性开

始上升，如吃得好一些、穿得漂亮一些、行得方便

快捷一些、住得宽敞舒适一些、病有所医、老有所

养等。代表人民的基本需求也要与时俱进。这

就要求各级干部在听取社会各阶层表达出来的

要求的同时，不断深入社会底层，关注他们变化

着的需求。在这个意义上，代表必定是一个能动

的建构过程。

（四）怎么代表？

人们通常把群众路线看作共产党传统中的

民主决策方式，但群众路线也是最具中国特色的

代表方式。在中国历史上，正是把群众路线作为

自己“根本的政治路线”和“根本的组织路线”（参

见刘少奇在七大上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的中国

共产党把亿万普通老百姓第一次带上了政治舞

台，而亿万民众的觉醒是实现民主的先决条

件。在这个意义上，美国学者布兰德利·沃马克

把以群众路线为特色的中国体制称之为“准民主

体制”（Quasi-democratic system）是有道理的。
群众路线是中式代表型民主的核心所在。

中国共产党几代领导人关于群众路线的论

述汗牛充栋，毛泽东的一段概括最具代表性：

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

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

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

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

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

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

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

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

动、更丰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

在代议民主中，代议士与民众的关系集中发

生在竞选期间。一旦当选，具备了行使政治权力

的正当性，代议士便获得了自由裁量权，可以按

照自己的意愿来代选民做主。如果代议士在任

职期间也会接触民众的话，那也主要是竞选动

作，为的是博得选民的青睐，以便在下一轮选举

中再次当选。因此，他们倾向做那些有利于巩固

与扩大自己选票基础的事，而对那些与巩固、扩

大选票基础无关的事，则不闻不问，哪怕这些事

正好对民众有利。对代议士而言，参与投票的选

民才是争取对象，才有接触的必要；而对那些不

参加选举的民众，则可忽略不计。而不参加选举

的民众恰恰往往是那些底层民众。

群众路线不同，它要求各级干部“热爱人民

群众，细心地倾听群众的呼声；每到一地，就和那

里的群众打成一片，不是高踞于群众之上，而是

深入于群众之中”；“走到群众中间去，向群众学

习，把他们的经验综合起来，成为更好的有条理

的道理和办法，然后再告诉群众（宣传），并号召

群众实行起来，解决群众的问题，使群众得到解

放和幸福”。这里所说的“群众”即“人民大众”，

与“人民”同义；而“人民”首先是指工农兵和其他

劳动人民。
为了弥补代议民主的弊端，一些西方进步学

者倡导参与民主（participatory democracy），希望为

普通民众创造更多能直接影响政府决策的机会

与渠道。即使与民主程度更高的参与民主相

比，群众路线也独具特色。图 2 将群众路线与

公众参与进行了对比。

图2展现的是群众路线与公众参与的理想状

态。两者的第一个差别是图中的箭头指向。公

众参与的箭头由利益相关群体指向决策者，这是

指在政府决策过程中，利益相关群体有权闯进

去，影响决策；但这也意味着，决策者不必迈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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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殿堂（见图2：A）。群众路线的箭头由决策者指

向利益相关群体，这是指在政府决策过程中，决

策者必须放下身段，主动深入到利益相关群体中

去，它是决策者的义不容辞的责任（见图2：B）。
两者的第二个差别是有没有阶级分析。公

众参与往往暗含多元主义的假设，把所有利益相

关群体设想为势均力敌，以为他们都能平等地参

与决策过程，最终会达成政治上的均衡（见图 2：
A）。群众路线则会区分占有各类资源的强势群

体与资源匮乏的弱势群体。贯彻群众路线的理

想状况是，决策者更多地接触弱势利益相关群

体，更多地听取他们的呼声，因为他们的利益更

需要关照，他们主动影响决策的能力更弱。这样

做表明，群众路线不是一种不偏不倚的路线，而

是偏向普通劳动人民的路线（见图2：B）。
现实中的公众参与和群众路线也许与理想

状态相去甚远。就公众参与而言，不同的社会阶

级，参与能力相差很大。有些阶级占有金钱、人

脉、知识等方面的优势，参与政治的意愿十分强

烈，影响决策的能力很强；另外一些阶级则每天

忙于糊口，无暇或没有能力对政府决策施加影响

（见图3：A）。公众参与的不平等使围绕在“参与”

概念周围光环黯然失色，其必然后果是更有利

于表达“要求”，而不是“需求”。

贯彻群众路线对各级干部有相当高的要求，

他们不能坐等老百姓上门，必须主动深入人民群

众。如果干部的群众意识薄弱、群众观点淡化，

哪怕他们依然走出去，也会“嫌贫爱富”，亲近强

势社会群体，成天出席商务活动、剪彩现场，与企

业家吃吃喝喝、拉拉扯扯，甚至以输送利益为筹

码而索贿、受贿。这时，接触弱势群体就成了应

付差事，或作秀（见图 3：B）。这是群众路线的软

肋，过于依赖干部的自觉性。与群众路线相配套

必须存在一整套机制，迫使各级干部不得不时时

与基层的普通群众打交道。大力宣传群众路线，

把群众路线的落实方式制度化，对群众路线年年

讲、月月讲、日日讲，让它家喻户晓、深入人心，形

成对各级干部的强烈期待与硬性要求，不失为一

种好办法。

另一种迫使干部贯彻切切实实群众路线的

方式是将群众路线与公众参与结合起来。虽然

群众路线与公众参与各有特色，但它们并不互相

矛盾、互相排斥。公众参与的比较优势是，它有

助于表达民意，对决策者施加压力；群众路线的

比较优势是，它有助于干部培植群众观点、了解

民情、汲取民智。两者不仅不是对立的，而且完

全可以搭配起来，使它们珠联璧合、相得益彰（见

图4）。例如，政府可以一方面促使干部贯彻群众

路线，一方面对劳动大众进行政治上的增力（em-
powering），使他们组织起来，获得参与决策的意

图2：理想中的群众路线与公众参与

注：S：利益相关群体；SS：强势利益相关群体；

WS：弱势利益相关群体；P：决策者。

图3：现实中的群众路线与公众参与
图4：群众路线与公众参与的结合

中式代表型民主的实践

愿与能力。如果这样做，在劳动大众的需求表达

对决策产生较大影响的同时，其他社会群体的合

理要求表达也不会被忽略。

群众路线不仅是中式代表型民主的理论基

石，也是中式代表型民主的主要实现途径。

毛泽东曾在党的七大政治报告中指出，群众

路线是共产党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显著标志

之一。不管是在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在社会主义

建设时期，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都十分注重群众

路线的贯彻落实，尤其是毛泽东做出了表率。用

邓小平的话说，“毛泽东同志就是伟大，就是同我

们不同，他善于从群众的议论中发现问题，提出

解决问题的方针和政策”。改革开放之初，党的

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依然十分强调群众路线。

邓小平就曾说过：“毛泽东同志倡导的作风，群众

路线和实事求是这两条是最根本的东西……对

我们党的现状来说，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特别重

要”。
毋庸讳言，80 年代以后，在相当长一段时间

内，群众路线这份丰厚的遗产被不少人淡忘了。

虽然，在官方话语中，“相信群众”、“依靠群众”、

“为人民服务”之类的提法仍不时出现（频率大幅

下降），但在很多地方却不再有贯彻群众路线的

具体配套措施。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 2011 年前

后才发生变化。互联网兴起后，不断升高的公众

参与压力也许是群众路线复归的主要推动力。

201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 90周年。胡锦涛

总书记在“七一”讲话中指出：“来自人民、植根人

民、服务人民，是我们党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根

本。”“每一个共产党员都要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

位置，拜人民为师，把政治智慧的增长、执政本领

的增强深深扎根于人民的创造性实践之中”。在

此前后，一些省市区（如重庆、广东、山西、江苏、

湖北、西藏、云南）开始重提群众路线，并将它的

落实制度化、常态化。到 2011年底，“到基层去，

到群众中去”已在全国范围蔚然成风。除上面提

到的地区外，河北、浙江、安徽、陕西、吉林、甘肃、

新疆等省区的省委主要领导也带头下基层，与群

众“零距离”接触、面对面交流，并大规模选派干

部住村蹲点调研，力求摸到群众的脉搏，贴近群

众的心窝。进入 2012 年后，更多的省区（如青

海、广西、宁夏等）启动了类似行动。

与此同时，不少地方开始组建群众工作部

（简称“群工部”）。群工部最初于 2005年出现在

河南省义马市。该部整合了信访、民政、劳动人

事、社会保障、司法、科技、公安、国土资源、城建

等部门与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部分职能和人员，

集中办公，现场答复群众诉求。义马经验不久得

到了中央领导的认可，并逐步推广到河南省的18
个地级市和 158 个县（市、区）。此后，山东、湖

南、黑龙江、贵州、辽宁等省也在地县两级设立了

类似机构。2011年 6月，海南省成立了全国第一

个省级层面的群众工作部。
2012 年，中共十八大选出了新一届领导人。

习近平总书记历来视群众工作为中共的生命

线。早在他担任福建省宁德地委书记时（1988～
1990年），他便建立了干部“四下基层”（信访接待

下基层、现场办公下基层、调查研究下基层、政策

宣传下基层）的常态机制。在 2011年省部级领

导干部专题研讨班结业式上，习近平要求各级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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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殿堂（见图2：A）。群众路线的箭头由决策者指

向利益相关群体，这是指在政府决策过程中，决

策者必须放下身段，主动深入到利益相关群体中

去，它是决策者的义不容辞的责任（见图2：B）。
两者的第二个差别是有没有阶级分析。公

众参与往往暗含多元主义的假设，把所有利益相

关群体设想为势均力敌，以为他们都能平等地参

与决策过程，最终会达成政治上的均衡（见图 2：
A）。群众路线则会区分占有各类资源的强势群

体与资源匮乏的弱势群体。贯彻群众路线的理

想状况是，决策者更多地接触弱势利益相关群

体，更多地听取他们的呼声，因为他们的利益更

需要关照，他们主动影响决策的能力更弱。这样

做表明，群众路线不是一种不偏不倚的路线，而

是偏向普通劳动人民的路线（见图2：B）。
现实中的公众参与和群众路线也许与理想

状态相去甚远。就公众参与而言，不同的社会阶

级，参与能力相差很大。有些阶级占有金钱、人

脉、知识等方面的优势，参与政治的意愿十分强

烈，影响决策的能力很强；另外一些阶级则每天

忙于糊口，无暇或没有能力对政府决策施加影响

（见图3：A）。公众参与的不平等使围绕在“参与”

概念周围光环黯然失色，其必然后果是更有利

于表达“要求”，而不是“需求”。

贯彻群众路线对各级干部有相当高的要求，

他们不能坐等老百姓上门，必须主动深入人民群

众。如果干部的群众意识薄弱、群众观点淡化，

哪怕他们依然走出去，也会“嫌贫爱富”，亲近强

势社会群体，成天出席商务活动、剪彩现场，与企

业家吃吃喝喝、拉拉扯扯，甚至以输送利益为筹

码而索贿、受贿。这时，接触弱势群体就成了应

付差事，或作秀（见图 3：B）。这是群众路线的软

肋，过于依赖干部的自觉性。与群众路线相配套

必须存在一整套机制，迫使各级干部不得不时时

与基层的普通群众打交道。大力宣传群众路线，

把群众路线的落实方式制度化，对群众路线年年

讲、月月讲、日日讲，让它家喻户晓、深入人心，形

成对各级干部的强烈期待与硬性要求，不失为一

种好办法。

另一种迫使干部贯彻切切实实群众路线的

方式是将群众路线与公众参与结合起来。虽然

群众路线与公众参与各有特色，但它们并不互相

矛盾、互相排斥。公众参与的比较优势是，它有

助于表达民意，对决策者施加压力；群众路线的

比较优势是，它有助于干部培植群众观点、了解

民情、汲取民智。两者不仅不是对立的，而且完

全可以搭配起来，使它们珠联璧合、相得益彰（见

图4）。例如，政府可以一方面促使干部贯彻群众

路线，一方面对劳动大众进行政治上的增力（em-
powering），使他们组织起来，获得参与决策的意

图2：理想中的群众路线与公众参与

注：S：利益相关群体；SS：强势利益相关群体；

WS：弱势利益相关群体；P：决策者。

图3：现实中的群众路线与公众参与
图4：群众路线与公众参与的结合

中式代表型民主的实践

愿与能力。如果这样做，在劳动大众的需求表达

对决策产生较大影响的同时，其他社会群体的合

理要求表达也不会被忽略。

群众路线不仅是中式代表型民主的理论基

石，也是中式代表型民主的主要实现途径。

毛泽东曾在党的七大政治报告中指出，群众

路线是共产党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显著标志

之一。不管是在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在社会主义

建设时期，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都十分注重群众

路线的贯彻落实，尤其是毛泽东做出了表率。用

邓小平的话说，“毛泽东同志就是伟大，就是同我

们不同，他善于从群众的议论中发现问题，提出

解决问题的方针和政策”。改革开放之初，党的

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依然十分强调群众路线。

邓小平就曾说过：“毛泽东同志倡导的作风，群众

路线和实事求是这两条是最根本的东西……对

我们党的现状来说，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特别重

要”。
毋庸讳言，80 年代以后，在相当长一段时间

内，群众路线这份丰厚的遗产被不少人淡忘了。

虽然，在官方话语中，“相信群众”、“依靠群众”、

“为人民服务”之类的提法仍不时出现（频率大幅

下降），但在很多地方却不再有贯彻群众路线的

具体配套措施。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 2011 年前

后才发生变化。互联网兴起后，不断升高的公众

参与压力也许是群众路线复归的主要推动力。

201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 90周年。胡锦涛

总书记在“七一”讲话中指出：“来自人民、植根人

民、服务人民，是我们党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根

本。”“每一个共产党员都要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

位置，拜人民为师，把政治智慧的增长、执政本领

的增强深深扎根于人民的创造性实践之中”。在

此前后，一些省市区（如重庆、广东、山西、江苏、

湖北、西藏、云南）开始重提群众路线，并将它的

落实制度化、常态化。到 2011年底，“到基层去，

到群众中去”已在全国范围蔚然成风。除上面提

到的地区外，河北、浙江、安徽、陕西、吉林、甘肃、

新疆等省区的省委主要领导也带头下基层，与群

众“零距离”接触、面对面交流，并大规模选派干

部住村蹲点调研，力求摸到群众的脉搏，贴近群

众的心窝。进入 2012 年后，更多的省区（如青

海、广西、宁夏等）启动了类似行动。

与此同时，不少地方开始组建群众工作部

（简称“群工部”）。群工部最初于 2005年出现在

河南省义马市。该部整合了信访、民政、劳动人

事、社会保障、司法、科技、公安、国土资源、城建

等部门与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部分职能和人员，

集中办公，现场答复群众诉求。义马经验不久得

到了中央领导的认可，并逐步推广到河南省的18
个地级市和 158 个县（市、区）。此后，山东、湖

南、黑龙江、贵州、辽宁等省也在地县两级设立了

类似机构。2011年 6月，海南省成立了全国第一

个省级层面的群众工作部。
2012 年，中共十八大选出了新一届领导人。

习近平总书记历来视群众工作为中共的生命

线。早在他担任福建省宁德地委书记时（1988～
1990年），他便建立了干部“四下基层”（信访接待

下基层、现场办公下基层、调查研究下基层、政策

宣传下基层）的常态机制。在 2011年省部级领

导干部专题研讨班结业式上，习近平要求各级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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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干部以身作则，树立群众观点，坚定群众立场，

坚持群众路线，增进同群众的感情，并创新群众

工作方式方法。十八大召开前夕，在 2012年省

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结业式上，他再次

强调，“我们党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

宗旨，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路线，

坚持党的一切工作体现人民的意志、利益和要

求，这是密切联系群众的优势，也是我们党最大

的优势”。
习近平是中共十八大报告起草组的负责人，

这份报告中出现频率最高的就是“人民”一词，共

出现 145 次，这无疑是其人民意识的流露。为

了加强各级干部的人民意识，党的十八大结束几

周以后，中央政治局便出台了《关于改进工作作

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中央党校、国

家行政学院、中国延安干部学院把群众工作列为

干部培训的重要课程。2013年 4月 19日，中共中

央政治局又作出决定，从当年下半年开始，用一

年左右时间，在全党自上而下分批开展党的群众

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图5也许可以帮助我们了解群众路线的回归

势头。“百度指数”是以百度网页搜索和百度新闻

搜索为基础的海量数据分析服务，用以反映不同

关键词在过去一段时间里的“用户关注度”和“媒

体关注度”，它能直接、客观地反映社会热点和网

民兴趣。图5显示，在2011年以前，“群众路线”

的百度指数一直在均值线（破折线）以下徘徊。

但此后两年，该指数越过了均值线，并在十八大

后快速攀升，现已达到从未有过的高度。

在过去几十年的实践中，群众路线已发展出

三类机制。第一类是了解民情、汲取民智的机

制，包括调研、抓点、蹲点、以点带面等。第二类

是培植群众观点的机制，包括访贫问苦、“三同”

（同吃、同住、同劳动）、下放等。此外，还有一类

配套机制，目的是迫使各级干部牢记群众路线、

践行群众路线，包括定期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

不定期展开整风活动。这三类机制同时发力

时，群众路线便能得到切实的贯彻。
在所有群众路线践行机制中，特别值得一提

的是调研，因为它是最常用的机制；即使在群众

路线提法销声匿迹的年代里，调研的传统依然持

续，只是频率较低、深入不够。随着群众路线的

复归，对调研的重视程度也大大加强，“调研”的

百度指数攀升便是明证（见图6）。
图5：“群众路线”的百度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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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提出群众路线以前，毛泽东已极度重视调

研，并身体力行。他于1927年春天在湖南做过长

沙、湘潭、湘乡、衡山、醴陵五县调查。井冈山时

期，他又进行过宁冈、永新两县调查、寻乌调查、

兴国调查、东塘等处调查、木口村调查、赣西南土

地分配情形调查、分青和出租问题调查、江西土

地斗争中的错误调查、分田后的富农问题调查、

有关两个初期的土地法的调查、长冈乡调查、才

溪乡调查。成为中共领袖后，毛泽东又反复向

全党强调进行调研的重要性。延安整风时期，中

共中央于1941 年做出了《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

定》；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又两次要求“向群众

请教、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次是在 1956年前

后，另一次是在60年代初。

十八大选出的新班子带头人习近平在身体

力行调研方面也堪称典范。不管在哪里工作，从

担任过党支部书记的陕西省延川县文安驿公社

梁家河大队，到河北省正定县委，再到厦门市委、

宁德地委、福州市委、福建省委、浙江省委、上海

市委，一直到担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他都勤于调

研。2002 年 10月，刚到浙江走马上任，习近平便

展开了密集调研，头两个多月，在外调研的时间

占工作的一半左右；头九个月，他已跑了90个县、

市、区中的 69个；2005年，习近平全年有 117天

在外调研，做了 30次大的调研；五年间，其足迹

遍及浙江全省山山水水。2007年 3月 27日，他

调任上海市委书记；几天以后，他便于3月31日开

始对浦东展开第一次专题调研；其后，在不到半年

时间里，他就把上海市 19个区县调研了一遍。
用习近平自己的话说：“当县委书记一定要跑遍所

有的村；当地（市）委书记一定要跑遍所有的乡

镇；当省委书记应该跑遍所有的县、市、区。”在

十八大上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后，习近平依然坚

持到基层进行调研。不仅习近平是这样做的，

中共中央政治局历届常委们也都是这样一路走

来的。
与由学者或智库进行的调查研究相比，这里

所说的决策“调研”有八个特点。

第一，调研的定位是决策的必经程序。在毛

泽东看来，决策时，“只有蠢人，才是他一个人，或

者邀集一堆人，不作调查，而只是冥思苦索地‘想

办法’、‘打主意’”。“这是一定不能想出什么好办

法，打出什么好主意的。换一句话说，他一定要

产生错办法和错主意”。哪怕是选举出来的所

图6：“调研”的百度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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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干部以身作则，树立群众观点，坚定群众立场，

坚持群众路线，增进同群众的感情，并创新群众

工作方式方法。十八大召开前夕，在 2012年省

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结业式上，他再次

强调，“我们党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

宗旨，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路线，

坚持党的一切工作体现人民的意志、利益和要

求，这是密切联系群众的优势，也是我们党最大

的优势”。
习近平是中共十八大报告起草组的负责人，

这份报告中出现频率最高的就是“人民”一词，共

出现 145 次，这无疑是其人民意识的流露。为

了加强各级干部的人民意识，党的十八大结束几

周以后，中央政治局便出台了《关于改进工作作

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中央党校、国

家行政学院、中国延安干部学院把群众工作列为

干部培训的重要课程。2013年 4月 19日，中共中

央政治局又作出决定，从当年下半年开始，用一

年左右时间，在全党自上而下分批开展党的群众

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图5也许可以帮助我们了解群众路线的回归

势头。“百度指数”是以百度网页搜索和百度新闻

搜索为基础的海量数据分析服务，用以反映不同

关键词在过去一段时间里的“用户关注度”和“媒

体关注度”，它能直接、客观地反映社会热点和网

民兴趣。图5显示，在2011年以前，“群众路线”

的百度指数一直在均值线（破折线）以下徘徊。

但此后两年，该指数越过了均值线，并在十八大

后快速攀升，现已达到从未有过的高度。

在过去几十年的实践中，群众路线已发展出

三类机制。第一类是了解民情、汲取民智的机

制，包括调研、抓点、蹲点、以点带面等。第二类

是培植群众观点的机制，包括访贫问苦、“三同”

（同吃、同住、同劳动）、下放等。此外，还有一类

配套机制，目的是迫使各级干部牢记群众路线、

践行群众路线，包括定期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

不定期展开整风活动。这三类机制同时发力

时，群众路线便能得到切实的贯彻。
在所有群众路线践行机制中，特别值得一提

的是调研，因为它是最常用的机制；即使在群众

路线提法销声匿迹的年代里，调研的传统依然持

续，只是频率较低、深入不够。随着群众路线的

复归，对调研的重视程度也大大加强，“调研”的

百度指数攀升便是明证（见图6）。
图5：“群众路线”的百度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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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提出群众路线以前，毛泽东已极度重视调

研，并身体力行。他于1927年春天在湖南做过长

沙、湘潭、湘乡、衡山、醴陵五县调查。井冈山时

期，他又进行过宁冈、永新两县调查、寻乌调查、

兴国调查、东塘等处调查、木口村调查、赣西南土

地分配情形调查、分青和出租问题调查、江西土

地斗争中的错误调查、分田后的富农问题调查、

有关两个初期的土地法的调查、长冈乡调查、才

溪乡调查。成为中共领袖后，毛泽东又反复向

全党强调进行调研的重要性。延安整风时期，中

共中央于1941 年做出了《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

定》；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又两次要求“向群众

请教、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次是在 1956年前

后，另一次是在60年代初。

十八大选出的新班子带头人习近平在身体

力行调研方面也堪称典范。不管在哪里工作，从

担任过党支部书记的陕西省延川县文安驿公社

梁家河大队，到河北省正定县委，再到厦门市委、

宁德地委、福州市委、福建省委、浙江省委、上海

市委，一直到担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他都勤于调

研。2002 年 10月，刚到浙江走马上任，习近平便

展开了密集调研，头两个多月，在外调研的时间

占工作的一半左右；头九个月，他已跑了90个县、

市、区中的 69个；2005年，习近平全年有 117天

在外调研，做了 30次大的调研；五年间，其足迹

遍及浙江全省山山水水。2007年 3月 27日，他

调任上海市委书记；几天以后，他便于3月31日开

始对浦东展开第一次专题调研；其后，在不到半年

时间里，他就把上海市 19个区县调研了一遍。
用习近平自己的话说：“当县委书记一定要跑遍所

有的村；当地（市）委书记一定要跑遍所有的乡

镇；当省委书记应该跑遍所有的县、市、区。”在

十八大上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后，习近平依然坚

持到基层进行调研。不仅习近平是这样做的，

中共中央政治局历届常委们也都是这样一路走

来的。
与由学者或智库进行的调查研究相比，这里

所说的决策“调研”有八个特点。

第一，调研的定位是决策的必经程序。在毛

泽东看来，决策时，“只有蠢人，才是他一个人，或

者邀集一堆人，不作调查，而只是冥思苦索地‘想

办法’、‘打主意’”。“这是一定不能想出什么好办

法，打出什么好主意的。换一句话说，他一定要

产生错办法和错主意”。哪怕是选举出来的所

图6：“调研”的百度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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谓“代议士”，不经调研就决策也不可取。因此，

毛泽东建议，凡是决策，“都要坚决走群众路线，

一切问题都要和群众商量，然后共同决定，作为

政策贯彻执行。各级党委，不许不作调查研究工

作。绝对禁止党委少数人不作调查，不同群众商

量，关在房子里，做出害死人的主观主义的所谓

政策”。毛泽东的告诫是，“没有调查就没有发

言权”。对调研后决策的要求，陈云说得更加形

象：“领导机关制定政策，要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

时间作调查研究工作，最后讨论作决定用不到百

分之十的时间就够了”。习近平完全认同对调

研的这种定位，认为“必须把调查研究贯穿于决

策的全过程，真正成为决策的必经程序”。
第二，调研的主体主要不是秘书、顾问等辅助

人员，而是决策者本人。例如，虽然毛泽东曾委托

其身边工作人员（如秘书田家英）进行调研，但

他更强调领导干部“要亲自出马”，“凡担负指导

工作的人，从乡政府主席到全国中央政府主席，

从大队长到总司令，从支部书记到总书记，一定

都要亲身从事社会经济的实际调查，不能单靠书

面报告，因为二者是两回事”，因为“不亲身调查

是不会懂的”。他本人以及刘少奇、周恩来、朱

德、邓小平、陈云、彭真都曾到各地进行调研。
今天，下基层调研仍是中国各级第一书记的必修

课与基本功。习近平的切身感受是，“直接与基

层干部群众接触，面对面地了解情况和商讨问

题，对领导干部在认识上和感受上所起的作用和

间接听汇报、看材料是不同的”。他因此告诫，

“现在的交通通信手段越来越发达，获取信息的

渠道越来越多，但都不能代替领导干部亲力亲为

的调查研究”。习近平特别强调各级领导机关

的主要负责人要亲自下去做调查，亲自主持重大

课题的调研。“因为对各种问题特别是重大问题

的决策，最后都需要主要负责人去集中各方面的

意见由领导集体决断，而主要负责人亲自做了调

查研究，同大家有着共同的深切感受和体验，就

更容易在领导集体中形成统一认识和一致意见，

更容易做出决定”。为此，中共中央办公厅于

2010年印发的《关于推进学习型党组织建设的意

见》明确要求：“建立健全调查研究制度，省部级

领导干部到基层调研每年不少于 30天，市、县级

领导干部不少于 60天，领导干部要每年撰写 1至

2篇调研报告”。
第三，调研的主题可以随时变化，但主要是

对决策者负责任范围内带有全局性、战略性的重

大问题，以及形势发展变化带来的新情况、新矛

盾、新问题、新挑战、新课题。具体到当下，就是

要“深入研究影响和制约科学发展的突出问题，

深入研究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热点难点问题，深

入研究党的建设面临的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深

入研究事关改革发展稳定大局的重点问题，深入

研究当今世界政治经济等领域的重大问题，全面

了解各种新情况，认真总结群众创造的新经验，

努力探索各行各业带规律性的东西，积极提供相

应的对策”；“尤其对群众最盼、最急、最忧、最怨

的问题更要主动调研，抓住不放”。
第四，调研的对象是与决策相关的那些“能

深入明了社会经济情况的人”，包括“真正有经

验的中级和下级的干部，或老百姓”。更具体地

说，“既要调查机关，又要调查基层；既要调查干

部，又要调查群众；既要解剖典型，又要了解全

局；既要到工作局面好和先进的地方去总结经

验，又要到困难较多、情况复杂、矛盾尖锐的地方

去研究问题。基层、群众、重要典型和困难的地

方，应成为调研重点，要花更多时间去了解和研

究”。需要指出的是，这些调研对象的角色并不

完全是被动的，他们也是调研的能动参与者。决

策者应该在群众中，与群众一起展开调查、一起

进行研究。

第五，调研的态度是“放下臭架子、甘当小学

生”，因为“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

是幼稚可笑的”，因为“只是昂首望天”，“没有眼

睛向下的决心，是一辈子也不会真正懂得中国的

事情的”。更何况，如果不是“恭谨勤劳和采取同

志态度”，群众就不会“知而不言、言而不尽”。
只有“和群众做朋友，而不是去做侦探……才能

调查出真情况来”。依据自己的实际经验，习近

平的建议是，“领导干部进行调查研究，要放下架

子、扑下身子，深入田间地头和厂矿车间，同群众

一起讨论问题，倾听他们的呼声，体察他们的情

绪，感受他们的疾苦，总结他们的经验，吸取他们

的智慧。既要听群众的顺耳话，也要听群众的逆

耳言；既要让群众反映情况，也要请群众提出意

见……这样才能真正听到实话、察到实情、获得

真知、收到实效”。
第六，调研的目的是既要了解民情，也要汲

取民智，用毛泽东的话说就是“向群众请教”、“向

群众寻求真理”。对决策者而言，了解民情是为

了知道该做什么，汲取民智是为了知道该怎么

做。主动从老百姓那里汲取他们的智慧是相信

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首创精神的体现。

第七，调研的方式可以多种多样，主要是“走

出去”（如访谈、蹲点）与“请进来”（如座谈会）两

大类。“走出去”是指，“迈开你的两脚，到你的工

作范围的各部分各地方去走走，学个孔夫子的

‘每事问’”；“请进来”是指，“召集那些明了情况

的人来开个调查会，把你所谓困难问题的‘来源’

找到手，‘现状’弄明白”。不管是“走出去”还是

“请进来”，关键是要接触基层干部群众。只有这

样，“才能获得在办公室难以听到、不易看到和意

想不到的新情况，找出解决问题的新视角、新思

路和新对策”。“走出去”的一个重要形式是有

选择地开展蹲点调研，解剖“麻雀”。蹲点调研

“要注意选择问题多、困难大、矛盾集中，与本职

工作密切相关的农村、社区、企业等基层单位，开

展蹲点调研，倾听群众心声，找准问题的症结所

在”。当然，调研方式也要与时俱进。在坚持传

统方式的同时，也应“进一步拓展调研渠道、丰富

调研手段、创新调研方式，学习、掌握和运用现代

科学技术的调研方法，如问卷调查、统计调查、抽

样调查、专家调查、网络调查等，并逐步把现代信

息技术引入调研领域，提高调研的效率和科学

性”。
第八，调查与研究并举。调查的作用是对某

一现象或问题进行深入了解，把握一手经验材料；

研究的作用是“把大量和零碎的材料经过去粗取

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思考、分析、

综合，加以系统化、条理化，透过纷繁复杂的现象

抓住事物的本质，找出它的内在规律，由感性认识

上升为理性认识，在此基础上做出正确的决策”。

调查与研究并举实际上就是“实事求是”。用陈

云的话说，“实事求是，先要把‘实事’搞清楚。这

个问题不搞清楚，什么事情也搞不好。”“实事，

就是要弄清楚实际情况；求是，就是要求根据研究

所得的结果，拿出正确的政策”。没有细致的调

查，研究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只是主观

自生的靠不住的东西了”；没有认真的研究，调

查就等于暴殄天物，辛辛苦苦收集一批终将会被

弃置的材料。“调查研究的根本目的是解决问题，

调查结束后一定要进行深入细致的思考，进行一

番交换、比较、反复的工作，把零散的认识系统

化，把粗浅的认识深刻化，直至找到事物的本质

规律，找到解决问题的正确办法”。
由上述八个特征可以看出，调研体现的正是

群众路线的精髓：“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

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从调研到决策的

过程正好回答了有关代表的四个问题：代表谁？

由谁代表？代表什么？怎样代表？

近年来，笔者与合作者进行了两项有关中国

政府决策模式的研究，一项是关于中国医改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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谓“代议士”，不经调研就决策也不可取。因此，

毛泽东建议，凡是决策，“都要坚决走群众路线，

一切问题都要和群众商量，然后共同决定，作为

政策贯彻执行。各级党委，不许不作调查研究工

作。绝对禁止党委少数人不作调查，不同群众商

量，关在房子里，做出害死人的主观主义的所谓

政策”。毛泽东的告诫是，“没有调查就没有发

言权”。对调研后决策的要求，陈云说得更加形

象：“领导机关制定政策，要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

时间作调查研究工作，最后讨论作决定用不到百

分之十的时间就够了”。习近平完全认同对调

研的这种定位，认为“必须把调查研究贯穿于决

策的全过程，真正成为决策的必经程序”。
第二，调研的主体主要不是秘书、顾问等辅助

人员，而是决策者本人。例如，虽然毛泽东曾委托

其身边工作人员（如秘书田家英）进行调研，但

他更强调领导干部“要亲自出马”，“凡担负指导

工作的人，从乡政府主席到全国中央政府主席，

从大队长到总司令，从支部书记到总书记，一定

都要亲身从事社会经济的实际调查，不能单靠书

面报告，因为二者是两回事”，因为“不亲身调查

是不会懂的”。他本人以及刘少奇、周恩来、朱

德、邓小平、陈云、彭真都曾到各地进行调研。
今天，下基层调研仍是中国各级第一书记的必修

课与基本功。习近平的切身感受是，“直接与基

层干部群众接触，面对面地了解情况和商讨问

题，对领导干部在认识上和感受上所起的作用和

间接听汇报、看材料是不同的”。他因此告诫，

“现在的交通通信手段越来越发达，获取信息的

渠道越来越多，但都不能代替领导干部亲力亲为

的调查研究”。习近平特别强调各级领导机关

的主要负责人要亲自下去做调查，亲自主持重大

课题的调研。“因为对各种问题特别是重大问题

的决策，最后都需要主要负责人去集中各方面的

意见由领导集体决断，而主要负责人亲自做了调

查研究，同大家有着共同的深切感受和体验，就

更容易在领导集体中形成统一认识和一致意见，

更容易做出决定”。为此，中共中央办公厅于

2010年印发的《关于推进学习型党组织建设的意

见》明确要求：“建立健全调查研究制度，省部级

领导干部到基层调研每年不少于 30天，市、县级

领导干部不少于 60天，领导干部要每年撰写 1至

2篇调研报告”。
第三，调研的主题可以随时变化，但主要是

对决策者负责任范围内带有全局性、战略性的重

大问题，以及形势发展变化带来的新情况、新矛

盾、新问题、新挑战、新课题。具体到当下，就是

要“深入研究影响和制约科学发展的突出问题，

深入研究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热点难点问题，深

入研究党的建设面临的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深

入研究事关改革发展稳定大局的重点问题，深入

研究当今世界政治经济等领域的重大问题，全面

了解各种新情况，认真总结群众创造的新经验，

努力探索各行各业带规律性的东西，积极提供相

应的对策”；“尤其对群众最盼、最急、最忧、最怨

的问题更要主动调研，抓住不放”。
第四，调研的对象是与决策相关的那些“能

深入明了社会经济情况的人”，包括“真正有经

验的中级和下级的干部，或老百姓”。更具体地

说，“既要调查机关，又要调查基层；既要调查干

部，又要调查群众；既要解剖典型，又要了解全

局；既要到工作局面好和先进的地方去总结经

验，又要到困难较多、情况复杂、矛盾尖锐的地方

去研究问题。基层、群众、重要典型和困难的地

方，应成为调研重点，要花更多时间去了解和研

究”。需要指出的是，这些调研对象的角色并不

完全是被动的，他们也是调研的能动参与者。决

策者应该在群众中，与群众一起展开调查、一起

进行研究。

第五，调研的态度是“放下臭架子、甘当小学

生”，因为“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

是幼稚可笑的”，因为“只是昂首望天”，“没有眼

睛向下的决心，是一辈子也不会真正懂得中国的

事情的”。更何况，如果不是“恭谨勤劳和采取同

志态度”，群众就不会“知而不言、言而不尽”。
只有“和群众做朋友，而不是去做侦探……才能

调查出真情况来”。依据自己的实际经验，习近

平的建议是，“领导干部进行调查研究，要放下架

子、扑下身子，深入田间地头和厂矿车间，同群众

一起讨论问题，倾听他们的呼声，体察他们的情

绪，感受他们的疾苦，总结他们的经验，吸取他们

的智慧。既要听群众的顺耳话，也要听群众的逆

耳言；既要让群众反映情况，也要请群众提出意

见……这样才能真正听到实话、察到实情、获得

真知、收到实效”。
第六，调研的目的是既要了解民情，也要汲

取民智，用毛泽东的话说就是“向群众请教”、“向

群众寻求真理”。对决策者而言，了解民情是为

了知道该做什么，汲取民智是为了知道该怎么

做。主动从老百姓那里汲取他们的智慧是相信

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首创精神的体现。

第七，调研的方式可以多种多样，主要是“走

出去”（如访谈、蹲点）与“请进来”（如座谈会）两

大类。“走出去”是指，“迈开你的两脚，到你的工

作范围的各部分各地方去走走，学个孔夫子的

‘每事问’”；“请进来”是指，“召集那些明了情况

的人来开个调查会，把你所谓困难问题的‘来源’

找到手，‘现状’弄明白”。不管是“走出去”还是

“请进来”，关键是要接触基层干部群众。只有这

样，“才能获得在办公室难以听到、不易看到和意

想不到的新情况，找出解决问题的新视角、新思

路和新对策”。“走出去”的一个重要形式是有

选择地开展蹲点调研，解剖“麻雀”。蹲点调研

“要注意选择问题多、困难大、矛盾集中，与本职

工作密切相关的农村、社区、企业等基层单位，开

展蹲点调研，倾听群众心声，找准问题的症结所

在”。当然，调研方式也要与时俱进。在坚持传

统方式的同时，也应“进一步拓展调研渠道、丰富

调研手段、创新调研方式，学习、掌握和运用现代

科学技术的调研方法，如问卷调查、统计调查、抽

样调查、专家调查、网络调查等，并逐步把现代信

息技术引入调研领域，提高调研的效率和科学

性”。
第八，调查与研究并举。调查的作用是对某

一现象或问题进行深入了解，把握一手经验材料；

研究的作用是“把大量和零碎的材料经过去粗取

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思考、分析、

综合，加以系统化、条理化，透过纷繁复杂的现象

抓住事物的本质，找出它的内在规律，由感性认识

上升为理性认识，在此基础上做出正确的决策”。

调查与研究并举实际上就是“实事求是”。用陈

云的话说，“实事求是，先要把‘实事’搞清楚。这

个问题不搞清楚，什么事情也搞不好。”“实事，

就是要弄清楚实际情况；求是，就是要求根据研究

所得的结果，拿出正确的政策”。没有细致的调

查，研究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只是主观

自生的靠不住的东西了”；没有认真的研究，调

查就等于暴殄天物，辛辛苦苦收集一批终将会被

弃置的材料。“调查研究的根本目的是解决问题，

调查结束后一定要进行深入细致的思考，进行一

番交换、比较、反复的工作，把零散的认识系统

化，把粗浅的认识深刻化，直至找到事物的本质

规律，找到解决问题的正确办法”。
由上述八个特征可以看出，调研体现的正是

群众路线的精髓：“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

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从调研到决策的

过程正好回答了有关代表的四个问题：代表谁？

由谁代表？代表什么？怎样代表？

近年来，笔者与合作者进行了两项有关中国

政府决策模式的研究，一项是关于中国医改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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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的研究，另一项是关于中国《十二五规划》形

成过程的研究。它们都清楚地表明，调研是中国

决策模式的最大特色。换句话说，尽管存在种

种问题，中国的政治过程确实践行着代表型民主。

六、结语

通过与代议型民主进行对比，这篇文章梳理

了代表型民主的理论及其在中国的实践。

也许国内外有不少人仍会对把中国的政治

体制称之为“民主”耿耿于怀，在他们看来，历史

已经终结，民主只能采取一种形式，即西方主流

意识形态认可的代议型民主。既然，中国政治制

度的运作方式与代议型民主不同，那么它就肯定

不是民主的。这种武断与霸道是典型的“一叶蔽

目，不见泰山；两豆塞耳，不闻雷霆”（《鹖冠子·天

则》）。如果中国也有人也持这种看法，那只能叫

做“目有昧则视白为黑，心有蔽则以薄为厚”（苏

轼《明君可与为忠言赋》）。

但绝大多数中国老百姓相信，中国践行的就

是某种民主。如表 4 所示，中国大陆有 27%的民

众认为，本国的政治制度是完全民主的；50.4%的

民众认为，本国的政治制度是民主的，但存在某

些小问题；持这两种判断的民众加在一起高达

77.3%。认为中国并非民主的人只是极少数，仅

占民众的1.7%。与亚洲其他地区相比，只有在越

南，认为本国是完全民主的民众比重比中国更

高。如果有人对此断言，中国老百姓把本国政

治制度看作民主是种误判，那么他们自己才是被

偏见蒙住了双眼；如果有人断言，中国老百姓太

愚蠢不了解民主为何物，那么他们根本不配谈论

民主。民主就是人民当家作主，谈民主首先要相

信人民大众的判断力，而不是把民众看作扶不起

的阿斗。那些把自己看作启蒙者、救世主的人实

际上是民主大道上的绊脚石。

中国人为什么会把自己的政府看作民主的

政府呢？因为民众把政府是否回应老百姓的基

本诉求作为判断它是否民主的标尺，而中国政府

对民众的诉求的确具有较强的回应性。表 5 显

示，相对于亚洲其他地区，认为政府对人民诉求的

回应程度“非常强”的大陆民众最多，达28.2%，比

越南高4.7%，比台湾高25.8%；加上认为回应程度

“比较强”的人，中国大陆还是排第一，达 88.1%，

高于居第二位的越南（85.2%）2.9%，高于居末尾

表4：亚洲各地民众对本地政治制度性质的判断

完全民主

民主但有
小问题

民主但有
大问题

并非民主

样本规模

总计

18.2%
51.7%

26.5%
3.6%

13431
（100%）

中国大陆
（2008）

26.9%
50.4%

21.1%
1.7%
3796

（100%）

中国台湾
（2006）

5.8%
47.4%

39.5%
7.3%
1499

（100%）

新加坡
（2006）

15.5%
75.5%

5.2%
3.8%
959

（100%）

蒙古
（2006）

7.9%
51.1%

39.2%
1.7%
1195

（100%）

菲律宾
（2005）

6.9%
40.9%

42.5%
9.7%
1139

（100%）

泰国
（2006）

17.6%
64.1%

15.9%
2.4%
1481

（100%）

印尼
（2006）

12.2%
36.2%

46.8%
4.8%
1368

（100%）

越南
（2005）

40.7%
49.2%

9.5%
0.5%
1097

（100%）

柬埔寨
（2008）

15.6%
60.1%

20.9%
3.4%
897

（100%）

数据来源：东亚民主研究计划，http://www.eastasiabarometer.org/chinese/news.html。
的蒙古（25.0%）63.1%。

如果我们尊重中国老百姓对民主的理解、相

信中国老百姓对本国政治制度的判断，本文开头

提到的“悖论”便迎刃而解了：中国人偏重实质意

义上的民主；既然政府对民众基本诉求的回应性

较强，民众自然将政府看作民主的政府；这种民

主就是本文着重讨论的代表型民主；对一个代表

人民利益的政府，民众没有理由不信任。

三位美国学者的最新研究为上述判断提供了

有力支持。他们发现，“要解释中国人民对政府为

什么高度信任，政府‘对民众诉求的’回应性是最

重要的原由”。“亚洲民主动态调查”项目的负

责人、台湾政治学者朱云汉的研究与上述结论也

完全吻合：“这个政权显示出保护贫弱者、保障其

获得基本必需品的意愿与能力；它稳步推进政治

改革，加强法治；人民可以感知它对自身需求的回

应性。这一切是人民对政权机构持续信任的最重

要原因”。他并断言，“由于中国具备独特的文化

传统和革命遗产，也由于它在世界上处于独特的

地位，它正在建构另一种政治正当性的公共话语

体系，正在开辟它自己的政治现代化道路”。
这当然并不是说，中国的政治制度已经十全

十美。与其他政治制度一样，中国的政治制度也

存在很多问题，有些问题甚至相当严重，需要下

大气力改进，没有任何固步自封的理由。但我们

也决不能因为中国的政治制度还带有缺陷便妄

自菲薄，把自己的优势当作劣势随意抛弃。不经

过深思熟虑便盲目“接”别人的“轨”是愚不可及

的。如果听信他人忽悠，自废武功，到时候，一定

会追悔莫及。人世间的政治制度必定是“天有所

短，地有所长”（《列子·天瑞》）。因此，只有秉承

“权，然后知轻重；度，然后知长短”（《孟子·梁惠

王上》）的立场，才能“不动声色，而措天下于泰山

之安”（欧阳修《相州昼锦堂记》）。

注释：

①Francis Fukuyama，“The end of history？”The National

Interest，Summer，1989.
②Paul Kingsnorth，One No，Many Yeses：A Journey to

the Heart of the Global Resistance Movement， New
York：Free Press，2004.
③ David McNally，Another World Is Possible：Global-

ization and Anti-Capitalism，Winnipe：Arbeiter Ring，
2006.
④英文即 legitimacy，内地学者往往误译为“合法性”，但

表5：亚洲各地民众对本地政府回应性的判断

政府对人
民诉求的
回应程度

非常强

比较强

不太强

没回应

样本规模

总计

14.2%
46.7%
33.8%
5.3%

14326
（100%）

中国大陆
（2008）

28.2%
59.9%
10.1%
1.8%
4437

（100%）

中国台湾
（2006）

2.4%
35.4%
51.4%
10.8%
1512

（100%）

新加坡
（2006）

8.5%
60.5%
29.5%
1.4%
978

（100%）

蒙古
（2006）

2.8%
22.2%
65.0%
9.9%
1191

（100%）

菲律宾
（2005）

5.1%
27.8%
49.7%
17.4%
1176

（100%）

泰国
（2006）

10.3%
42.6%
43.3%
3.8%
1369

（100%）

印尼
（2006）

4.3%
42.0%
50.0%
3.8%
1561

（100%）

越南
（2005）

23.5%
61.7%
14.3%
0.4%
1122

（100%）

柬埔寨
（2008）

10.9%
38.7%
44.0%
6.4%
980

（100%）

数据来源：东亚民主研究计划，http://www.eastasiabarometer.org/chinese/new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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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的研究，另一项是关于中国《十二五规划》形

成过程的研究。它们都清楚地表明，调研是中国

决策模式的最大特色。换句话说，尽管存在种

种问题，中国的政治过程确实践行着代表型民主。

六、结语

通过与代议型民主进行对比，这篇文章梳理

了代表型民主的理论及其在中国的实践。

也许国内外有不少人仍会对把中国的政治

体制称之为“民主”耿耿于怀，在他们看来，历史

已经终结，民主只能采取一种形式，即西方主流

意识形态认可的代议型民主。既然，中国政治制

度的运作方式与代议型民主不同，那么它就肯定

不是民主的。这种武断与霸道是典型的“一叶蔽

目，不见泰山；两豆塞耳，不闻雷霆”（《鹖冠子·天

则》）。如果中国也有人也持这种看法，那只能叫

做“目有昧则视白为黑，心有蔽则以薄为厚”（苏

轼《明君可与为忠言赋》）。

但绝大多数中国老百姓相信，中国践行的就

是某种民主。如表 4 所示，中国大陆有 27%的民

众认为，本国的政治制度是完全民主的；50.4%的

民众认为，本国的政治制度是民主的，但存在某

些小问题；持这两种判断的民众加在一起高达

77.3%。认为中国并非民主的人只是极少数，仅

占民众的1.7%。与亚洲其他地区相比，只有在越

南，认为本国是完全民主的民众比重比中国更

高。如果有人对此断言，中国老百姓把本国政

治制度看作民主是种误判，那么他们自己才是被

偏见蒙住了双眼；如果有人断言，中国老百姓太

愚蠢不了解民主为何物，那么他们根本不配谈论

民主。民主就是人民当家作主，谈民主首先要相

信人民大众的判断力，而不是把民众看作扶不起

的阿斗。那些把自己看作启蒙者、救世主的人实

际上是民主大道上的绊脚石。

中国人为什么会把自己的政府看作民主的

政府呢？因为民众把政府是否回应老百姓的基

本诉求作为判断它是否民主的标尺，而中国政府

对民众的诉求的确具有较强的回应性。表 5 显

示，相对于亚洲其他地区，认为政府对人民诉求的

回应程度“非常强”的大陆民众最多，达28.2%，比

越南高4.7%，比台湾高25.8%；加上认为回应程度

“比较强”的人，中国大陆还是排第一，达 88.1%，

高于居第二位的越南（85.2%）2.9%，高于居末尾

表4：亚洲各地民众对本地政治制度性质的判断

完全民主

民主但有
小问题

民主但有
大问题

并非民主

样本规模

总计

18.2%
51.7%

26.5%
3.6%

13431
（100%）

中国大陆
（2008）

26.9%
50.4%

21.1%
1.7%
3796

（100%）

中国台湾
（2006）

5.8%
47.4%

39.5%
7.3%
1499

（100%）

新加坡
（2006）

15.5%
75.5%

5.2%
3.8%
959

（100%）

蒙古
（2006）

7.9%
51.1%

39.2%
1.7%
1195

（100%）

菲律宾
（2005）

6.9%
40.9%

42.5%
9.7%
1139

（100%）

泰国
（2006）

17.6%
64.1%

15.9%
2.4%
1481

（100%）

印尼
（2006）

12.2%
36.2%

46.8%
4.8%
1368

（100%）

越南
（2005）

40.7%
49.2%

9.5%
0.5%
1097

（100%）

柬埔寨
（2008）

15.6%
60.1%

20.9%
3.4%
897

（100%）

数据来源：东亚民主研究计划，http://www.eastasiabarometer.org/chinese/news.html。
的蒙古（25.0%）63.1%。

如果我们尊重中国老百姓对民主的理解、相

信中国老百姓对本国政治制度的判断，本文开头

提到的“悖论”便迎刃而解了：中国人偏重实质意

义上的民主；既然政府对民众基本诉求的回应性

较强，民众自然将政府看作民主的政府；这种民

主就是本文着重讨论的代表型民主；对一个代表

人民利益的政府，民众没有理由不信任。

三位美国学者的最新研究为上述判断提供了

有力支持。他们发现，“要解释中国人民对政府为

什么高度信任，政府‘对民众诉求的’回应性是最

重要的原由”。“亚洲民主动态调查”项目的负

责人、台湾政治学者朱云汉的研究与上述结论也

完全吻合：“这个政权显示出保护贫弱者、保障其

获得基本必需品的意愿与能力；它稳步推进政治

改革，加强法治；人民可以感知它对自身需求的回

应性。这一切是人民对政权机构持续信任的最重

要原因”。他并断言，“由于中国具备独特的文化

传统和革命遗产，也由于它在世界上处于独特的

地位，它正在建构另一种政治正当性的公共话语

体系，正在开辟它自己的政治现代化道路”。
这当然并不是说，中国的政治制度已经十全

十美。与其他政治制度一样，中国的政治制度也

存在很多问题，有些问题甚至相当严重，需要下

大气力改进，没有任何固步自封的理由。但我们

也决不能因为中国的政治制度还带有缺陷便妄

自菲薄，把自己的优势当作劣势随意抛弃。不经

过深思熟虑便盲目“接”别人的“轨”是愚不可及

的。如果听信他人忽悠，自废武功，到时候，一定

会追悔莫及。人世间的政治制度必定是“天有所

短，地有所长”（《列子·天瑞》）。因此，只有秉承

“权，然后知轻重；度，然后知长短”（《孟子·梁惠

王上》）的立场，才能“不动声色，而措天下于泰山

之安”（欧阳修《相州昼锦堂记》）。

注释：

①Francis Fukuyama，“The end of history？”The National

Interest，Summer，1989.
②Paul Kingsnorth，One No，Many Yeses：A Journey to

the Heart of the Global Resistance Movement， New
York：Free Press，2004.
③ David McNally，Another World Is Possible：Global-

ization and Anti-Capitalism，Winnipe：Arbeiter Ring，
2006.
④英文即 legitimacy，内地学者往往误译为“合法性”，但

表5：亚洲各地民众对本地政府回应性的判断

政府对人
民诉求的
回应程度

非常强

比较强

不太强

没回应

样本规模

总计

14.2%
46.7%
33.8%
5.3%

14326
（100%）

中国大陆
（2008）

28.2%
59.9%
10.1%
1.8%
4437

（100%）

中国台湾
（2006）

2.4%
35.4%
51.4%
10.8%
1512

（100%）

新加坡
（2006）

8.5%
60.5%
29.5%
1.4%
978

（100%）

蒙古
（2006）

2.8%
22.2%
65.0%
9.9%
1191

（100%）

菲律宾
（2005）

5.1%
27.8%
49.7%
17.4%
1176

（100%）

泰国
（2006）

10.3%
42.6%
43.3%
3.8%
1369

（100%）

印尼
（2006）

4.3%
42.0%
50.0%
3.8%
1561

（100%）

越南
（2005）

23.5%
61.7%
14.3%
0.4%
1122

（100%）

柬埔寨
（2008）

10.9%
38.7%
44.0%
6.4%
980

（100%）

数据来源：东亚民主研究计划，http://www.eastasiabarometer.org/chinese/new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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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gitimacy 与合法与否没有必然关系，因此在香港常用

的译法“正当性”更为贴切。

⑤这项研究调查了来自 26 个国家的超过 31000 人，其

在中国部分调查了 1500 人，包括 1000 名普通公众，500
名“有识公众”。“有识公众”指的是这样一类人，他们

年龄在25～64岁间，受过高等教育，家庭年收入居本国

该年龄组前的 1 / 4，有阅读新闻或观看电视新闻的习

惯，并持续关注新闻中有关公共政策的信息。

⑥ 2013 Edelman Trust Barometer，http://www.edelman.
com/insights/intellectual-property/trust-2013/.
⑦基于这类调查写出的学术论文非常之多，限于篇幅，

这里不一一列举。

⑧John James Kennedy，“Maintaining popular support for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The influence of education
and the state-controlled Media，”Political Studies，Vol.
57，2009，p. 517.
⑨Heike Holbig & Bruce Gilley，“In search of legitimacy
in post-revolutionary China：Bringing ideology and gover-
nance back in，”GIGA Working Papers，No. 127，March
2010，p. 6.
⑩基于 2008 年全国性样本的研究结果，参见 Michael S.
Lewis-Beck， et al.，“A Chinese popularity function：

Sources of government support，” Political Research

Quarterly，published online before print April 30，2013，

doi：10.1177/1065912913486196；基于2011年五个城市

样本的研究结果参见，Yang Zhong & Yongguo Chen，

“Regime support in urban China，”Asian Survey，Vol.
53，No. 2，2013，pp. 369-392；基于 2012 年底、2013 年

初全国性样本的研究结果参见，Wenfang Tang，et al.，
“Government for the people in China？”The Diplomat，

June 17，2013，http://thediplomat.com/2013/06/17/gov-
ernment-for-the-people-in-china/。
这种说法在西方很流行，例如保罗·克鲁格曼 2013年

7 月 19 日在一篇文章中自问自答道：“这个政权的认受

性又从何而来呢？主要是来自于经济上的成功”。参

见 Paul Krugman，“China’s ponzi bicycle is running into
a brick wall，”New York Times，July 19，2013，http://cn.

nytimes.com/opinion/20130725/c25krugman-blog/en-us/。
近年来，有人还试图用中国体制的“适应性”、“回应性”

来解释为什么其认受性很高。中国体制具有“适应

性”、“回应性”不假，但如果坚持“威权主义”分析框架

的话，根本无法解释中国体制为何可以具备“适应性”、

“回应性”，更不要说解释中国体制的“认受性”了。

 Chu Yun-han，“Sources of regime legitimacy and the
debate over the Chinese model，”ABS Working Paper Se-

ries，No. 52，2011，p. 23，http://www.asianbarometer.org/
newenglish/publications/workingpapers/no.52.pdf.
 Wenfang Tang，et al.，“Government for the people in
China？”
Yun-han Chu，et al.，How East Asians View Democ-

racy，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08.
 Zhengxu Wang，Democratization in Confucian East

Asia：Citizen Politics in China， Japan， Singapore，

South Korea，Taiwan，and Vietnam，Amherst：Cambria
Press，2007；Doh Chull Shin，Confucianism and Democ-

ratization in East Asia，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1.
张明澍：《中国人想要什么样民主：中国“政治人”》，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

在这次调查中，受访者四次被以不同的方式问及他

们对民主的理解，每次他们可以从四种选择（分别代表

“良治”、“社会平等”、“民主程序”、“自由”）中挑选一

个。之所以要反复四次、以不同的排序提问是为了避

免因提问排序造成偏差。

Yun-han Chu & Min-hua Huang，“East Asian youth’s
understanding of democracy，”paper presented at the con-
ference“Democratic citizenship and voices of Asia’s
Youth”，organized by the Institute of Political Science，
Academia Sinica，and co-sponsored by Asian Barometer
Survey，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September 20-21，

2012，Taipei，p. 6.
张明澍：《中国人想要什么样民主：中国“政治人”》。

马来西亚等地的华人仍然习惯于使用“代议士”。

应奇、刘训练（主编）：《代表理论与代议政治》，长春：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8年版。

刘军宁：《代表，还是议员？》，搜狐网，http://business.
sohu.com/20130813/n384072126.shtml。
同上。

这方面最经典的论述参见熊彼特的《资本主义、社会

主义与民主》（吴建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9 年版）

一书的第 21 章“民主政治的古典学说”和第 22 章“民主

的另一个理论”。

近年来，一批学者与政治家对选举政治提出批评，因

为即使在自由竞争的条件下，它也十分容易被操控。

作为替代或补充，这些人将注意力转向随机抽选（sorti-
tion）。在合资格人群中随机抽选出来的人即可被称作

“代议士”，又可被称作“代表”，因为他们的组成结构与

人群的组成结构十分接近。按照随机抽样的理论，哪

怕他们以“代议士”的方式运作，自己想怎么表达就怎

么表达，他们的意见与建议也能“代表”整个人群。

这方面有大量实证研究，其中较新的一份研究是

Bryan Caplan，The Myth of the Rational Voter：Why De-

mocracies Choose Bad Policie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7。

例如，美国大选期间，总有美国官员对中国政府解

释，不必对候选人的疯狂“竞选言论”当真。早在 1981
年，邓小平就在会见乔治·布什等美国客人时说，“里根

先生在竞选纲领中说的有些话确实使我们有所不安。

布什先生来的时候，我们说了，我们理解竞选中的语言

执政后不一定付诸实施，我们重视的是里根先生就任

后将采取什么行动”。参见邓小平：《发展中美关系的

原则立场》（1981 年 1 月 4 日），新华网，http://news.xin-
huanet.com/ziliao/2002-03/04/content_2546615.htm。

该漫画来自 http://equalitybylot.wordpress.com/2013/09/
05/。笔者将英文译为了中文。

1998 年以来，已有 338 位前国会议员加入游说团体，

参 见 Jonathan D. Salant，“Congress members sprint for
money to lobby after election，”Bloomberg.com，May 9，

2013， http://www.bloomberg.com/news/2013-05-08/con-
gress-members-sprint-for-money-to-lobby-after-ele-
ction.html。

据《纽约时报》2013年7月11日报道，自比尔·克林顿

2001年从白宫卸任以来，克林顿夫妇靠名望、口才的家

庭经营总收入已超过 1 亿美元，参见 Amy Chozick，
“Hillary Clinton taps Speechmaking gold mine，”New

York Times，July 11，2013，http://www.nytimes.com/2013/
07/12/us/politics/hillary-clinton-hits-the-lucrative-spee-
chmaking-trail.html?pagewanted=all&_r=0。
Bernard Manin，et al.，“Introducation，”in Adam Prze-
worski，et al.（eds.），Democracy，accountability，and

representation，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p. 3.
 Hanna F. Pitkin，The Concept of Representation，

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67.
Robert A. Dahl，Polyarchy：Participation and Opposi-

tion，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71，p. 1.
毛泽东：《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

（1948 年 1 月 18 日），载《毛泽东选集》第 4 卷，北京：人

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15页。

毛泽东：《论联合政府》，载《毛泽东选集》第 3 卷，北

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31页。

毛泽东：《〈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载《毛泽东农

村调查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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